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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勞動雖廣泛應用在許多研究，但多數僅討論短暫反覆的互動

中涉及的單元情緒勞動，也多聚焦在資本主義組織內的剝削性情緒勞

動。我以服務外籍配偶的社工員與常民助人者為例，彰顯當代日盛的

助人專業中獨特的多元情緒勞動、專業體系如何動員各元素以實現多

元情緒勞動，以及其解放意涵實現的過程與限制。研究發現，社工員

在服務被污名化的案主的過程中，主要從事三種實作，各有不同類型

的情緒勞動：首先，行如所感地展現正向情緒以建立信任關係；其

次，為做專業評估而維持情感抽離；再者，為培養案主能力而刻意展

現負向情緒。然而，這種協助解放意涵實現的情緒勞動，當落實於基

層社工實踐，不但隱然帶著再種族化外配的危險，使服務發放有階級

盲點；同時顯示了異化的專業語言在實務運用上的窒礙之處；最後，

培力在福利公辦民營化的背景下也可能淪為控制成本的工具，而原專

業的助人承諾反弔詭地由遊走體制邊緣、看似無力或無意進行情緒勞

動的非專業草根人力來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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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ing Professions and Multidimensional Emotional

Labo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eign Spouse

Services between Social Workers and Lay Helper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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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many investigations on various occup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address the concept of emotional labor, the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simple emotional labor practiced by employees exploited under
capitalist firms' surveillance and discipline.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explain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ity of emotional labor manifested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which must maintain long-term,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clients; involves subtle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has emancipation-
facilitating implications. This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social workers
and lay helpers in Taiwan aims to fill this empirical gap. Meanwhile, it
suggests that the entire professional system orchestrates different tools—
including collective-ritual-like semina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institution of supervision, and tempo-spatial segmentation—to facilit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emotional lab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workers
delivering services to the stigmatized clients of foreign spouses engage in
three distinct types of emotional labor: First, social workers must show
positive emotions ingenuously; thenmaintain detached, free-emotion selves
for objective judgments; and finally display unpleasant emotions to
empower clients. In reality, however, the emancipatory promise of the
profession is compromised as follows. Social workers are observed to re-
racialize foreign spouses and enact a welfare system that prejudices against
lower classes; the professional language seems alienating to front-line
practitioners; and finally, in the process of privatizing welfare services,
social workers are likely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services in the name of
empowerment. Paradoxically, these exhausted professionals turn to lay
helpers for ingenuously caring for clients, a group over which the
professional system has little control and that seems unable to perform the
required emotiona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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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許多先進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結構，由以

往的製造業為主轉變為服務業掛帥。以台灣為例，服務業就業人數的

比重，已由 1970年代初期的 37%增至 2011年的 59%；服務業在 1988

年後一直是多數勞動力的就業選擇。1這種職業重分配的過程，促使

現今有越來越多的工作涉及與服務對象面對面的互動，這也導致了

「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概念的顯著度逐漸提升。情緒勞動，是

Arlie R. Hochschild在名著《被管理的心》(The Managed Heart)一書中

所提出的，意指「管理情緒以創造讓他人看得到的臉部或身體展

示」，同時又「被販賣以換取薪資，因此具有交換價值」的勞動(2003

[1983]: 7)。從 80 年代提出至今，廣被社會科學研究所應用。許多管

理學及心理學界關心組織運作的學者，為了更有效測量此概念，而將

它操作化為幾個可觀察面向，同時提出前因、後果變項，以統計分析

的方法剖析它與員工滿意度、組織效率與工作倦怠的關係，藉此歸納

出有助管理及獲利的實務建議。2

而在社會學界內，這概念除了使學者反省以往被忽略的情緒面

向，讓遲至 70 年代後期才逐漸浮現的情感社會學領域更加豐富外

(Turner and Stets 2005:1; Hochschild 2003[1983]: 202; Thoits 1989)，更

有不少研究者繼承 Hochschild 對勞動過程、情感規則(feeling rules)及

組織規訓的關懷，探索情緒勞動在各種行業及組織中如何被形塑及實

踐(Wharton 2009; Hochschild 2003[1983]: 200)。然而，牽涉密集且頻繁

管理情緒的助人專業(helping professions)，卻鮮有研究處理。本研究

除了補足這個經驗缺憾外，也從與服務對象的互動性質、涉及的情緒

1 相關數據參考自行政院主計處(2012)，以及台灣服務業網引述行政院經建會數據的〈服
務業發展現況〉一文，請見 http://www.twcsi.org.tw/columnpage/service/situation.aspx。

2 此一偏向管理及心理學的分析取徑，與本研究的關懷較無關係，因此限於篇幅不再細
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Steinberg與 Figart (1999)或吳宗祐(2003)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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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類型，以及職業設定處理的主要對象三個面向，來論證助人專業

所展現的多元情緒勞動、情緒勞動在專業實現解放意涵過程中的角

色，及其實現又如何受到台灣具體政治社會脈絡以及專業組織權力結

構的制約。藉此，突顯本研究在既有理論圖景上的特殊意義。

以往研究討論的職業大多僅涉及短暫且反覆的互動，其從業人員

僅從事一種類型（單元）的情緒勞動，同時情緒控制並非該職業關注

的核心，而即便既有研究已呈現出多面向的情緒勞動，但各面向多散

見於不同職業而非集中在單一行業；相對於此，現代社會中越來越普

遍的助人專業，由於必須與服務對象建立長期且密切的信任關係，並

在不同助人階級變換各種類型的情緒勞動，即單一職業操作多元情緒

勞動，且情緒控制是該專業處理的重點，因此在助人專業與情緒勞動

的關係就更複雜且耐人尋味。由於上述的層層複雜性，專業助人者在

實踐多元情緒勞動時，很難只靠著組織的規範或個人的自主執行，而

必須仰賴在執業過程裡巧妙運用專業的知識系統，同時配合各種專業

制度安排的協作。我以社工員三階段的助人實作為例，具體展現專業

體系下各元素如何幫助社工員實踐多元情緒勞動，包括類似集體儀式

的學習場合、客觀化的抽象知識體系、倫理守則明訂的情感規則、時

間與空間區隔化的安排，以及兼具規訓及監督的督導制度等。

最後，依循Hochschild批判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研究議程，過往

研究者多半將情緒勞動負面地定位為有權者遂行剝削(exploitative)的工

具，卻忽略了它被特定工作者用來去除污名、連結社會資源、協助邊

緣團體發展的解放(emancipatory)意涵。我以社工員服務外籍配偶（後

簡稱外配）3—這群台灣政府迫於新移民運動等民間力量及媒體關注

下改變政策、挹注大量資源關心的「弱勢」—為例，指出社工員首

3 根據本研究所涉及的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及其運作主要根據的〈外籍配偶生活適應
輔導實施計畫〉，所謂外籍配偶指的是「台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未入籍之外國人、無
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或已入籍為我國國民者」。早年在媒體及社
會上常以「外籍新娘」及「大陸新娘」等帶歧視的字眼稱呼這個群體，後來在社運團
體的倡導及呼籲下，近年來台灣社會多以「新移民」或「外籍配偶」稱之。基於相關
實施辦法及田野研究中工作者的用詞，我在本文中也使用「外籍配偶」。本文所提及
的外籍配偶，皆是來自東南亞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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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運用專業倡導的文化敏感能力，將可能阻礙同情的污名效果排除

掉，以便能行如所感地(deep acting)展現出正向情緒，與案主建立密切

的信任關係；其次，社工員將情緒區隔在特定時空之內，並運用概念

工具，使自己能抽離充滿情緒的現實情境，藉此，他們能對案主做出

專業的客觀評估；再者，為培養案主自立的能力，社工員一改助人者

親和的形象，以「扮黑臉」的方式展現負向情緒。然而，我同時指

出，這種協助解放意涵實現的情緒勞動，當落實於基層社工實踐時，

不但隱然帶著再種族化外配的危險，使服務輸送的過程易有階級盲

點；同時顯示了異化的專業語言遠離實務運用；此外，培力在福利公

辦民營化的背景下也可能淪為控制成本的工具。相反地，助人的承諾

反弔詭地由遊走體制邊緣、看似無力或無意進行情緒勞動的非專業草

根人力來彌補。透過比較視野及實地參與觀察的資料，本研究亦為政

策社會學的批判嘗試，透過標示並解釋阻礙「解放意涵」實現的因

素，以供日後針對這項備受社會注目的議題，謀求下一步公共社會學

的實踐方向。

二、情緒勞動、助人專業與社工員

社會學討論情緒勞動的研究，一開始是依循著 Hochschild《被管

理的心》內空服員研究的問題意識出發，探究各種服務業人員如何服

從組織制定的情感規則，在與顧客短期互動的過程中反覆提供正面的

情緒，以創造賓至如歸的感受。包括 Martin Tolich (1993)針對超市收

銀員、Anat Rafaeli 與 Robert Sutton (1988)對便利商店店員、Robin

Leidner (1993)對速食店員工、John VanMaanen與 GideonKunda(1989)

對遊樂場機器操作員、Elaine Hall(1993)對餐廳服務生，以及 Erin

Sharpe (2005)對導遊的研究，都屬於這一類型。國內則有藍佩嘉(1998)

以百貨公司專櫃小姐的研究，說明儘管顧客刁難，雇員仍須壓抑怒

氣，強迫自己保持親切的笑容。陳美華(2006)的研究也指出，在女性

為主的性工作場域裡，情緒勞動亦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勞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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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除了必須控制好脾氣以應對三教九流的客人，還必須把情緒勞動

「體現」(embodied)在性高潮的表演上。在實踐情緒勞動的過程中，

雇主或管理階層扮演的角色是被強調的，他們除了藉由人員招募、職

前訓練、升遷制度的相關規定，也利用自身、同儕、顧客或監視器的

監控，以確保情緒勞動被有效執行。除了組織或上級的角色外，有些

研究同時指出，雇員本身也會發展出各種自主執行的策略，讓情緒勞

動的實踐更為容易或自然，例如陳美華(2006)筆下理解顧客大男人心

理的酒店小姐，藉著扮演嬌媚的小女人的方式，操縱客人的情緒與心

理，進而增添收入；或是 Tolich (1993)筆下的超市收銀員會將經常造

訪的客人當成朋友對待，讓自己的微笑與問候更行如所感；Sharpe

(2005)也提到導遊們會在旅途一開始，營造旅行團如同一家人的集體

連帶，讓患難與共的情感更易萌生。這一類從業人員自主執行的實

踐，也突顯了情緒勞動在組織規範及監控外個人一定的能動性。學者

(Macdonald and Sirianni 1996)用「情 緒 無 產 階 級」(emotional

proletariat)來形容以上研究針對的服務性產業，以突顯致力於控制勞動

過程的雇主，如何把情緒納為具交換價值的勞動，從而使勞動者失去

了對情緒表現的所有權；如今勞動者的臉部表情、講話用詞和語調，

都成為雇主掌控的生產工具，這也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走向「情

感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的趨勢(Hochschild 2003

[1983])。

後續的研究進一步把視角延展到以往以為僅依賴客觀知識的專業

工作上，並辨識出其中進行的情緒勞動類型，如何相異於以往僅針對

短暫互動之服務業進行的研究。例如Elisabeth Kelan(2008)以資訊工程

人員為例，討論他們在處理客戶交辦的技術維護事宜時如何運用社交

及情緒管理技巧，以確保日後能繼續生意上的往來。Marcia Bella

(1999)對大學教授的研究也指出，除了研究與行政工作外，教授們還

必須用心經營師生關係，在互動中營造鼓舞學習的環境，這種情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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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授身上尤其常見。4同樣在律師助理這個職業中，除了原本預期

的法律相關工作外，也隱藏著密集的情緒勞動在其中，如對律師表達

尊敬與支持、扮演照料律師的準母職角色，以便律師能心情愉快地勝

任接踵而來的官司案件(Pierce 1999)。不同於前述以正面情緒展現為主

的職業，醫學院學生及醫生們在工作中被要求與病患在心理上保持一

定距離，以吻合醫學專業對執業人士的要求，據此做出不帶私人情緒

的客觀專業判斷(Smith III and Kleinman 1989)。相對於男性為主的醫

生，女性為主的護士雖同在一個場域工作，但後者的情緒勞動卻按照

性別化的邏輯運作，被要求展現溫柔特質，平撫病人情緒，以助養病

（傅淑方 2008）。這些研究不但突顯情緒勞動的普遍性及多樣性，也

反映出情緒勞動的實踐經常複製了性別化的社會邏輯。以上這些研究

不但讓人看出現今社會將情感納入受薪勞動的普遍趨勢，也顯示組織

規訓、市場牟利、性別化邏輯等結構性的力量，在情緒勞動實踐上扮

演的關鍵角色，儘管個人或多或少仍有一定自主執行的能動性。然

而，牽涉密集且頻繁管理情緒的助人專業，卻鮮有研究處理。以下，

我將論證對此專業情緒勞動的理解，如何拓展既有理論圖景的前沿，

深化我們對情緒勞動的認識。

社會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原本緊密的傳統社群在都市化與工

業化的衝擊下崩解，加上過往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宇宙觀受到科學及理

性的挑戰，因此現代人或因感受到「無根」(homeless)的心靈狀態而迷

惘(Berger et al. 1973)，或因無力獨自面對劇烈的社會變遷，導致基本

的生存處境受到威脅或干擾，因而需要專業人士提供生活上的建議及

協助。助人專業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並快速發展，包括社工員、職涯諮

商師、心理治療師、精神病醫師、輔導老師、宗教輔導人士等(Chriss

1999; de Botton 2009: 105-130; Polsky 1991; Polkinghorne 2004)。這些

專業以協助求助者脫離當前受困的物質或心理處境，增進或恢復他們

4 在台灣，也有研究者針對小學老師的情緒勞動做過質化研究，然而其研究結果僅印證
從業人員表面「和顏悅色」但心裡「忍氣吞聲」的心酸，並且提供簡單的心理歸因（江
文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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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幸福狀態(well-being)為目標；從業人員與受助者建立長期且密切

的關係，在一定的信任基礎上透過互動，運用各種策略控制自身及對

方的情緒，讓受助者得到適當的幫助或產生自助的動力。助人專業甚

至在國家的協助下被建制化，或透過市場機制提供專業服務，直接接

觸服務對象；有時，也透過大眾媒體、書本、演講等管道傳播相關的

專業知識，在提供自助指南的同時也形塑現代人的靈性需求。雖然助

人專業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普遍，同時執業過程涉及密集的情緒管

理，然而迄今僅有寥寥可數的研究討論助人專業的情緒勞動

(Karabanow 1999; Sass 2000; Lopez 2006)，而且多半未意識到助人專業

中情緒勞動的獨特性，5因此仍然只把焦點放在從業人員如何依據機

構訂定的情緒規則，提供服務對象關懷、同情、溫暖等正面情緒。以

下，我將透過助人專業與服務對象的互動性質、涉及的情緒勞動類

型，以及職業設定處理的主要對象三個面向，來討論情緒勞動的獨特

性及複雜性。

首先，助人專業必須與同一個服務對象，維持長期且密切的信任

關係，以利於助人計畫的進行，這與許多職業的從業人員僅需與川流

不息的顧客短暫相遇明顯不同，這一點對於情緒勞動如何被執行有很

大影響。在之前討論到的許多職業，僅涉及與顧客短暫及反覆的互

動，從業人員只需提供表面工夫(surface acting)6的情緒展演即綽綽有

餘，因為顧客一方面不會苛求他們在單調重覆的工作上行如所感，另

一方面也不容易在短時間內察覺從業人員是否心口不一。雖然，偶爾

也可見到行如所感的情緒勞動，但多半只限於少數個人自行訴諸特定

5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儘管 Hochschild 在《被管理的心》裡也曾簡單提及社工員的情緒
勞動，她是這麼描述社工員的情緒勞動：「看起來古道熱腸的社工員讓案主覺得備受
關懷……（社工員們）必然透過某些方式以滿足情緒勞動的要求」(2003[1983]: 11)。
顯然她的分析僅立基在「社工就是很有愛心的人」(Loseke and Cahill 1986: 247; ETtoday
2012)的一般常識之上，將這項職業的情緒勞動化約為僅表現關懷及愛心，而未正視這
門專業在情緒處理上的複雜性及特殊性。

6 表面工夫與行如所感是 Hochschild (2003[1983]: 36-39)在討論情緒勞動時的一組重要概
念；前者指的是外在的情緒勞動只是「裝」(put on)出來的，並非自我真正的感受；後
者指的是內心感受與外表展現的情緒是一致的情緒勞動。要達成行如所感，除了直接
表達真實情緒外，也可以透過訓練出的想像來間接達成。這兩個專有名詞常被譯為「表
層表演」與「深層表演」，我在本篇文章中則參考藍佩嘉(1998)較傳神的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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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思維的轉變，例如藍佩嘉的研究(1998: 63)中吐露「服務人群讓我

覺得很驕傲很快樂！」的專櫃小姐；或者是，即便組織要求雇員能行

如所感，最終多數仍難以實行，而僅停留在表面工夫，例如Hochschild

(2003[1983]: 134)提到，雖然航空公司在訓練空服員時，要求他們透過

想像把機艙當成是家裡的客廳，以便讓服務行如所感，但對多數雇員

來說仍難依此實踐。然而，在助人專業中，這種規避行如所感的空間

是不易存在的。在助人專業裡，專業助人者與服務對象並非短暫相遇

而已，而必須建立長期的關係，分享對方私密的資訊，因此助人者的

情緒勞動往往比較難僅滿足於表面工夫，而必須或寧願能行如所感，

以便在屢次且密切的互動中博得對方信任，也吻合自己對自我專業形

象的認知。否則，若一直停留在表面工夫，助人者不但容易對自己的

助人行為產生道德疑惑，一旦在過程中被受助者察覺心口不一，整個

助人計畫及信任關係也將面臨危機。然而，在助人專業中想實踐行如

所感的情緒勞動並不容易，因為許多受助者（尤其是社工員面對的）

都是所謂的社會邊緣人或偏離社會「正常」軌道者，常背負著社會強

加的各種污名及偏見，在在阻礙著助人者行如所感地同理他們的處

境，這也使得助人者在助人計畫開始前，必須先處理污名造成的效

果，方能進入行如所感的情緒勞動，以建立密切又值得信任的長期關

係。這一點也造就助人專業之情緒勞動的第一層複雜性：必須克服受

助者的污名，讓情緒勞動是行如所感的，以便經營長期、密切的信任

關係。

其次，由於助人過程中階段性任務的變換，助人專業所涉及的多

元情緒勞動，比起過往研究中多只涉及一或二種情緒勞動的職業更為

複雜。許多服務業往往僅被要求提供顧客正面情感，而不少專業人士

的情緒勞動也僅限於排除主觀情緒，以做出客觀的專業判斷。除了這

類單元情緒勞動的研究外，過往的研究也指出有一些職業存在著雙元

情緒勞動，例如希望能讓嫌犯認罪的探員(Stenross and Kleinman 1989)

與警察(Martin 1999)，會時而「扮白臉」時而「扮黑臉」，以鬆動被

盤問的嫌犯心防。訴訟律師為求勝訴，在盤問法庭證人或被告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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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策略性地交替展現善意與恫嚇(Pierce 1998)；前面提過的教授、護

士、律師助理在從事無情感涉入的專業判斷之餘，也被要求同時提供

正向的關懷、安慰或鼓勵。相對於以上的職業，助人專業隨著助人計

畫的階段進展，必須調整工作目標，因此需要展演三種情緒勞動，包

含：提供正向情感、排除情緒涉入以免影響專業判斷，以及展示負向

情緒。同時，若考慮實行情緒勞動的對象的話，專業助人者穿梭在這

些不同情緒勞動的過程，顯然比探員、警察或律師等更為複雜；後者

的情緒勞動對象是分群的，即針對不同的「觀眾」施行的（例如護士

對性質不同的病人，律師對不同的證人），而這種分群的情緒展演在

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有時也會被運用(Goffman 1959: 55-57)。即使是面

對相同的對象實行不同情緒勞動的情況，這些從業人員也不會有太多

的情緒負擔，或經歷太多情感衝突，畢竟與對象的關係是短暫且疏離

的。但是，在助人專業中，專業助人者面對的是與自己有著長期、密

切關係的受助對象，不同情緒勞動的展演有可能導致個人角色衝突、

道德危機或專業認同的挑戰，例如社工員面對老朋友般或之前被界定

為弱勢的受助者，如今因為想鼓勵他們擺脫他助而自立，所以必須展

現負面情緒的時刻，或是必須抽離個人情感以做出專業判斷的情況。

這是助人專業的情緒勞動的第二層複雜性：涉及的情緒勞動是多元

的，而穿梭不同類型情緒勞動的過程，是帶有高度風險的。

最後，不同於其他專業，助人專業的實作內容直接關注助人者及

受助者情緒的控制。有一些職業雖然也和服務對象建立長期關係，同

時也試圖進行兩種情緒勞動，例如護士、醫生、資訊人員等專業，然

而其工作內容主要仍是以物的處置為主（例如器官功能好壞、生命徵

象數值的高低、軟體安裝等），而非人的處遇，因此情緒控制雖被提

及，但往往只是可有可無的潤滑劑，如果從業人員適切表達出有助於

工作進行的情緒勞動是最好，但即使未能做到（例如不善處理醫病關

係的醫生），對於工作成效及個人專業聲望也無大礙。因此，許多專

業並不會直接將遵行情感規則及實踐情緒勞動，視為教育、訓練、監

督及評鑑過程中的重要議題。然而，助人專業的重點並非物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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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人的處遇，是諸專業中的「互動型工作」(interactive work)

(Leidner 1993)，關注與人互動的策略，以及（不論是服務對象或從業

人員本身的）情緒的控制。專業助人者必須在與服務對象長時間的互

動中，善用自我做為助人媒介，透過精準掌控自己及受助者的心理、

感情、顧慮、欲望、過往人生經歷或社會處境，逐步帶領受助者改善

不良的客觀現況或主觀的自我狀態。正因如此，助人專業十分重視情

緒勞動，在建構其專業知識系統的過程中，即深入探討各種情緒理論

及情緒管理的策略，而不像一些專業僅止於訂定概括性的情感規則，

任憑從業人員自行尋找實踐的方式，也無懲戒或監督的機制敦促或協

助他們實踐。相較於此，助人專業高度重視從業人員的情緒勞動，不

但在養成教育中教導並要求情緒控制，也在獎懲及升遷上考慮從業人

員的情緒控制能力。在此，可看到助人專業的情緒勞動的第三層複雜

性：助人專業本身高度重視並直接涉及從業人員的情緒勞動，因為它

會影響工作任務的成敗。

由於助人專業在與服務對象的互動性質、涉及多元的情緒勞動類

型，以及職業設定處理的主要對象這三個面向上的獨特性，使得助人

專業的情緒勞動迥異於其他職業，不但更為複雜、多元，執行過程中

也同時存在著許多的風險與困難，因此單靠以往情緒勞動研究所強調

的組織規範力量或個人自主執行是不夠的，而必須仰賴專業的知識系

統及制度性安排共同協作。我希望透過社工員的個案研究，一方面補

充至今鮮有研究觸及的助人專業的情緒勞動，7另一方面也探索助人

專業與多元情緒勞動之間的關係。

社工專業無疑是助人專業裡十分具代表性的一支互動型工作，8不

但從業人員眾多、服務的對象廣泛，專業化的程度也相當高。以台灣

7 在國內雖有一篇以助人專業之情緒勞動為題的碩士論文（林宥芯 2010），但由於對情
緒勞動的概念理解不清，導致該文中事實上關注的只是「勞動中引發的（負面）情緒」
而非「情緒勞動」。其他以社工員的勞動為題討論的，則多半環繞在勞動條件惡劣及
工作壓力大等實務議題上（如：林采蓉 2007），未涉及情緒勞動的探索。

8 從〈社工倫理守則〉即可窺知這個專業如何重視與人的互動及關係。〈社工倫理守則〉
裡分項規範在整個助人過程中，社工員與案主、社工員與他人（包括同事、上級與其
他合作單位）之間的關係，以謀求案主最佳的福利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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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從經濟起飛後的 1980 年代起，社會工作的重要性在劇烈社會

結構改變的過程中逐漸被意識到。全國性的專業結社在解嚴之初即已

建立，9致力於制定專業倫理規範，即後由內政部頒定的〈社工倫理

守則〉（後簡稱守則）、10提升執業水準，也提升社工專業在社會上

的能見度；政府也在 1997 年通過〈社會工作師法〉，每年由考試院

舉行社會工作師高等考試，並核發社工師專業執照；另外，各大專院

校也快速設立社會工作相關系所（林萬億 2002: 22-34）。迄今，全國

至少有八千名社福及相關領域的社工員提供民眾服務，政府為回應人

力短缺的呼聲，更持續在各地增聘社工員（曾中明等 2010）。

綜觀社會工作的各種直接服務實作(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的過

程，儘管或因社工員身處的實務脈絡有別（如家庭、學校、醫院、司

法體系），側重的理論學派（如精神分析、個案管理、危機介入取

向、系統理論等）及處遇模式（解決案主個人危機、復元其本身能

力、重視建構與整合支持案主的服務網絡、倡議進步理念並改變社會

結構）或異，然而若實際走入社工員的生活世界觀察，不難發現他們

勞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三個助人階段，11分別是(a)與案主建立可信任

的關係，(b)理性客觀地評估、分析案主的情況，(c)協助案主改善目前

的情況，使其自立。在這三個階段中，社工員的實作也分別對應到三

種不同情緒控制的類型，構成了複雜的多元情緒勞動。在實作(a)裡，

社工員必須行如所感地展現出正向的情緒（如微笑、有耐心、禮

9 1983年即組成「中華民國醫務社會服務協會」，後更名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人
員協會」，是第一個全國性的社工組織。1989年成立「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
會」，2000年更名為「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10 1998年內政部頒定的〈社工倫理守則〉內，曾明文規定「服務案主必須之基本態度：
愛心、耐心……必須基於社會工作者的客觀與自我瞭解，跳脫個人問題與情緒需求。」
然而在 2008 年新頒的〈社工倫理守則〉內，這些文字都被刪除，或有所更動，諸如
「愛心、誠懇、耐心」這類描述個人特質的字眼都被去除，取而代之的是「尊重、關
懷、正義、堅毅、廉潔、守法、專業」這類與公德相關的價值。這也說明了專業化的
過程中組織菁英對專業形象塑造的方向。從本研究的社工員實作觀察中，亦可以看出
〈守則〉對情緒勞動的指引作用。前後版本的條文可查閱內政部社會司網站上的社工
相關法規網頁(http://sowf.moi.gov.tw/08/b.htm)。

11 討論社會工作實務的書籍儘管涉及的領域不同，但都談到了這三項普遍見於社工實務
的階段，例如 Hepworth 等(1999)、Sheafor 等(1997: 130)、Johnson 與 Yanca (2001:
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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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在實作(b)裡，社工員必須和某些專業人士一樣，與服務對象保

持心理距離，以便能客觀地評價後者的問題；在實作(c)中則必須像警

察或討債人員一般，刻意表現負面情緒以讓互動對象感到難受。12我

將以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所得的資料論證，由於助人專業中情緒勞動

涉及的多層複雜性，使得社工員無法單靠著個人自主執行或組織的規

訓、監控及訓練，乃必須仰賴一套相互支援的專業系統，方能實踐多

元情緒勞動，這個專業系統包括集體儀式般的學習場合、客觀化的抽

象知識體系、倫理守則規範的情感規則、時間與空間的區隔化，以及

兼具規訓及監督的督導制度等。

三、協助解放意涵實現的情緒勞動

與外籍配偶服務

Hochschild情緒勞動研究(1979, 2003[1983])的理論起點，是承繼

並延伸了高夫曼的關懷：面對面互動之所以導致尊敬、困窘等感覺，

是因為背後有個文化規範性力量在作用(Goffman1967, 1983)。

Hochschild指出一社會中存在著所謂的情緒系統(emotion system)，其

組成的情感規則規範著個人在特定情境下「應該感覺到什麼」及「應

該表現什麼感覺」(1979: 565)。在此，她把高夫曼的日常生活戲劇理

論中，外表的印象管理的想法更深推，融入佛洛依德認為「自我會控

制內在的情緒」的想法，發掘出了長期被忽略的情緒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這項社會行動，亦即在私下相處時，管理自己的情緒以創

造讓他人看得到的臉部或身體展示(2003[1983]: 7)。因此在情緒社會學

領域中，Hochschild的分析一直被認為很「文化」取向(Turner and Stets

12 三個助人階段在理論上可視為有前後的時序性，但在實務中往往是三者交錯混雜，不
是單純地按照 a、b、c 的順序進行，社工員必須依案主實際的情況調整助人計畫，進
而變換情緒勞動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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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36)，尤其相較於其他社會結構取向的情緒社會學家來說。13

Hochschild 最匠心獨具之舉即將以上文化取向的情緒管理分析，

架接到政治經濟學及性別面向的批判。其研究指出，這套根植於私

(private)的情緒系統在商業領域被利用而「變質」(transmuted)為一種

意識形態(2003[1983]: 56)，使私下進行的情緒管理有了嶄新的公面貌

(public face)：資本主義的商業組織因牟利的考量，打造了規訓員工情

感的情感規則(1979: 566, 2003[1983]: 83-91)；原本是個人的情緒管理

只是自願迎合社會的文化性情感規範，如今在工作過程中，卻變成為

換取薪資而被迫遵守組織訂定的情感規則，而成為所謂的情緒勞動

(2003[1983]: 19)。據 此，她開啟 了探索「人 類感覺商 品化」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的眾多可能性，承繼了批判資本主

義體制下異化勞動的傳統(Marx 1994: 58-67; Braverman 1974; Burawoy

1979)，並將之置於後工業社會服務業擴張的趨勢脈絡，結合性別化勞

動的觀點，指出資方如今已更進一步「染指」了原屬於私領域的情緒

管理。14

然而，在這樣的研究議程設定上，後續研究者往往將情緒勞動定

位為負面的，不但是資本主義體系規訓勞動力的工具，也是導致勞動

者因抑制情緒而備感痛苦的元兇；若不是批判性檢視各種職業中情緒

勞動所隱含的不平等及壓迫形式（如：Leidner1993; Pierce 1999），就

是從管理實用的角度，討論如何減少情緒勞動造成的工作倦怠，以提

高員工滿意度、組織效率。15然而，在這樣的視角下，情緒系統被僵

化且靜態地看待，同時也忽略了情緒勞動可能在特定行動者的應用

下，改變既有文化裡帶歧視性認知的情緒系統。也就是說，在

Hochschild情緒系統「從私到公」的面貌轉換過程(2003[1983]: 9-12)，

13 當時所謂結構取向的社會學家（如：Kemper 1978; Collins 1990），都把焦點放在團體
內權力、地位不同者構成的社會關係，如何決定了特定情緒之生發。而 Hochschild 雖
然同樣也分析結構性的差異如何影響人們如何感覺，但同時帶入社會上（尤其是性別）
的人群分類邏輯及相關意義體系，如何左右人們的情緒表達。

14 透過這個連結，Hochschild 也補足如高夫曼等情境主義者(situationalists)一向為人詬病
的忽略結構的缺憾，請參考Williams (1986: 357)與Musolf (1992)。

15 組織研究者及管理學者尤其傾向朝此發展，例如方顯光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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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有她提到的剝削性面向，即被資本家或其代理人用來變質

(transmute)私情緒系統以規訓員工，也存在著解放性面向，16即進步力

量試圖變革(transform)私情緒系統，以消除壓迫、促進人類發展，例

如本研究所關注的助人專業，即在執業過程中藉助情緒勞動，為有需

要的人去除污名、連結或提供資源，並增加其自主發展的能力。

助人專業，在專業職能訓練上大量應用社會科學知識，在第一線

的實務工作中與被社會污名化的邊緣團體共事，因此容易發展出變革

現存體制的意識及做法，極適合作為例證，說明協助解放意涵實現的

情緒勞動如何可能。例如，結合了高夫曼的《精神病院》(Asylums)揭

露的知識，精神科醫師成為去精神病患污名運動最初的一群實踐者及

倡議者(Wright et al. 2000: 69)；另外，肩負諮商輔導及教育職能的基層

老師，能結合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及多元性別知識，設計出具解放意

涵的課程，透過教師的情緒勞動，帶領學生轉化社會既存的性或性別

污名（林昱貞等 2004;Morleya 1998）。社會工作一直以來也具有為邊

緣團體爭取權益，並倡議更符合公平正義之社會結構的解放傳統（王

增勇 2005; Wood and Tully 2006; Lavalette 2011），在實務上也看到基

層社工員反思帶歧視的主流意識形態符碼，進而在與案主彼此學習與

對話的過程中，改善個人生存情況乃至於社會結構，例如林津如、黃

薇靜(2010)研究中的原住民兒童保護社工員，王惠宜(2004)討論的社福

中心社工員，以及Broughton (2001)筆下執行以工代賑方案的社區中心

人員。本研究所關注的「服務外配的跨文化社會工作」，是台灣社會

近十年來最受注目的、也挹注最多公共資源的議題之一，而政府欲仰

賴社工專業來主導外配關懷的工作，帶領台灣「邁向多元與包容的社

會」（邱汝娜、林維言 2004），故實為探討此協助解放意涵實現之情

緒勞動的極佳例證。

自從 1980 年代起，台灣有越來越多的男性因為在本國的婚配市

場中難覓對象，因此透過仲介或私人介紹，跨海到中國、越南、印尼

16 在此「解放」意指能「消除社會上存在的壓迫形式，以創造能讓人類發展的條件」
(Wright 20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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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尋找婚配對象。這些男性常見的特質包括居住在偏遠農漁村、社

經地位低、教育程度低（王宏仁 2001: 111-114）。遠嫁到台灣的這些

大陸及東南亞籍配偶，17由於跨國商品化婚姻的特性，使她們在家庭

中往往面對不平等的人際關係（夏曉鵑 2000）；再者，她們也因為缺

乏語言能力、社會網絡支持，以及經濟獨立能力，所以常遭遇實質的

生活困難；此外，被社福體制排除（趙彥寧 2005）、文化差異，以及

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污名及歧視（夏曉鵑 2001；邱琡雯 2000；朱柔若、

孫碧霞 2010；陳志柔、于德林 2005）等問題，更讓外配的處境雪上

加霜。這樣一群日益增加且身陷社會排除困境的邊緣團體，也受到國

內社會學者的注意，他們陸續發表相關研究，檢視在國家制度設計、

媒體論述、一般社會關係及家庭等場域裡，經濟不平等、父權觀念、

種族主義與傳統文化如何形塑了這些婚姻移民女性的不利處境。18更

有學者採取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方式，透過在地實踐凝結草根力量，激

發外配及基層工作者的能動性，積極倡議改造帶歧視的制度設計，挑

戰主流社會中受父權體制及種族偏見影響的刻板印象，並協助外配建

立其主體意識（夏曉鵑 2003, 2006；何青蓉 2004；林津如 2010）。這

些帶解放意涵的社會科學知識(Wright 2010: 10-29)，診斷並批判性地

檢視了台灣社會如何面對外配，同時結合了草根團體及新移民運動的

動員，逐漸使外配議題受到媒體及民代的關注，最終迫使歷來在移民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帶著階級主義及種族偏見的台灣政府（曾嬿芬

2006；夏曉鵑 2005: 334-336）有所回應。

在新世紀之初，行政院開始注意相關議題，19並著手規劃具體措

17 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12)公布 2012年 7月份的統計資料，台灣的大陸及外籍
配偶共計有 46萬 7千餘人，其中來自大陸地區的女性約為 28萬 8千人，來自其他國
家的女性約為 14萬人。

18 除了前引的研究外，更完整的相關文獻請參考夏曉鵑(2005)、曾嬿芬(2007)的回顧性文
章。

19 包括在立法院曾於 1999年審查內政部戶政司 2000 年度預算時附帶決議提及：「內政
部應積極規劃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及語文訓練，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境」，據此，
內政部於同年 12月訂定「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並開始補助地方政府及
民間團體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亦曾於 2002年
針對婚姻仲介業的管理問題進行討論及裁示（邱汝娜、林維言 2004: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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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編列預算來維護外配的基本權益與需求。20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2003 年訂定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稱其政策目標為

「共創多元文化社會價值，平等對待外籍與大陸配偶，落實保障其權

益與需求」。21隨後，內政部在 2005 年籌措了 30億的「外籍配偶照

顧輔導基金」，據此辦理外配照顧輔導的業務；規劃在各縣市設置以

社會福利及危機處置功能為主的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並整合各項

社會福利服務資源網絡，該中心被規劃為社工專業主導的單位，運用

社工員提供關懷訪視、個案管理服務、建構相關服務方案，並統整所

在地區的服務資源（曾中明等 2007）。至今，全國 22縣市至少已設

置 33 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或由地方政府社會局自行辦理，或

委託民間社福單位辦理。

這個以社工專業為核心的外配政策落實過程，融入了許多前段所

述的解放性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可謂是台灣社會學知識被吸納或挪用

為政策的例證之一（顧忠華 2005; Burawoy 2005: 9-10）。22在服務外

配的過程中，社工員除了以輸送服務給邊緣的服務對象為目標，也希

望進而改變既有社會結構或傳統文化，而在這樣具解放意涵的努力

中，無疑必須挹注大量的情緒勞動，一來消極避免這個社會對外配的

歧視及偏見被再製，二來在不斷的溝通對話裡積極培力外配，同時改

變社會氛圍及社會結構。在此，情緒勞動並不僅是商業組織變質私情

20 當時行政院長在 2003年 2月 21日召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十六次委員會議
時明確裁示：「目前在我國的外籍及大陸新娘已達 23萬餘人，對於這些來到這裡，也
擔負著照顧養育我們下一代的女性，政府對於他們個人或家庭的基本權益及需求，應
視為一項重要的政策來加以面對，同時應規劃提出具體的措施，並編列預算來落實執
行」（邱汝娜、林維言 2004: 12）。

21 其重點工作放在生活適應輔導、醫療優生保健、保障就業權益、提升教育文化、協助
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令制度及落實觀念宣導等（邱汝娜、林維言 2004:
12）。

22 例如夏曉鵑提及自己受邀訓練內政部戶政司人員的經驗(2003: 41)；另外，在各縣市外
配中心的網站上亦可看到專業人員的訓練課程裡，融入解放性社會科學知識的教授，
例如基隆市的外配中心邀請南洋姊妹會人員擔任講師，為社工人員進行專業訓練（請
見 http://www.klfs.org/actions.htm），彰化縣則有「婦女的學習歷程和解放」的訓練
（http://chfamily.heart.net.tw/results.php? action=view&srd_no=1239181055&show_srm_
no=1239176312）。我在 Q 縣中心也看到前一年舉辦的專業人員在職培訓中，邀請了
研究外配的社會學博士邱琡雯教授，講授多元文化與東南亞婚姻移民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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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系統以遂行剝削的手段，也可能成為專業組織為變革私情緒系統而

裝備從業人員的解放工具。23只是，這種協助解放意涵實現的情緒勞

動，在Hochschild以降強調剝削性情緒勞動的研究傳統中被略過，而

在社工解放傳統的文獻中，也因偏重鉅觀的結構批判或社工個人文化

職能之培養而被相對忽視（如：林津如、黃薇靜 2010: 76-82；王惠宜

2004: 5；Jordan 2004）。本研究欲補足這項缺憾。

只是，原具有反思及解放意涵的社會學知識及實踐，被納入有特

定政治考量及科層邏輯的施政時，常會出現流於形式或導致新壓迫形

式的非預期性效果（夏曉鵑等 2000；cf. Burawoy 2005: 12-15）。因此

我欲將協助解放意涵實現的情緒勞動實踐，置於具體的政治社會脈絡

及專業組織的權力結構下討論，檢視知識、權力、制度與實踐之間的

辨證關係(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38-44; Bourdieu 1990)；相對於

Hocschild將剝削性情緒勞動置放在資本主義組織邏輯下批判，我將焦

點放在協助解放意涵實現的情緒勞動如何鑲嵌在台灣社工專業發展，

以及如何在與國家的關係中被實踐。據此，本文將探討協助解放意涵

實現的情緒勞動，究竟在實務上能成為去除污名化、連結資源、培力

邊緣團體的利器，或是反倒成為國家遂行社會控制的意識形態機器。

社工專業的解放許諾，在外配服務的例證中，是被實現、限制或失

落？本研究的分析，透過觀察專業社工與遊走在體制邊緣的非專業人

力彼此的關係，讓以上的問題得以在比較的視角下被更清晰地回答。

四、研究方法及相關背景概述

本研究的分析主要仰賴我於 2008年夏季在 Q 縣的「外籍配偶家

庭服務中心」（此後簡稱外配中心，若特別指涉Q縣的外配中心，則

23 需要在此說明的是，雖然這類情緒勞動對於被服務者而言，具有解放性的意涵，但這
並不意味著該情緒勞動對勞動者本身而言也是具解放性的。相反地，勞動者在執行時
很可能同樣被其隸屬的組織剝削；因此，剝削性及解放意涵在現實中極有可能並存於
情緒勞動的實踐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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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Q中心稱之），24進行田野工作時蒐集的資料。在詳述田野工作如

何進行之前，我先簡略交待這類中心之所以出現的社會脈絡及其運作

模式。我所研究的Q中心是委託該縣歷史悠久且規模可觀的L社福機

構辦理，已提供外配相關服務多年，是全國最有歷史的外配中心之

一。之所以設立得早，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Q縣有著極高比例的外配

人口。雖然Q中心服務的案量龐大，但來自政府的人事補助有限，因

此僅能聘用三名全職的社工員；為了維持業務運作，該中心有時需借

助L母機構底下原本從事其他業務的社工員協助，同時還仰賴非社工

專業的輔助性人力。Q中心擁有九位接受行政院勞委會補助的多元就

業開發方案人員（以下簡稱多元人員），25協助辦理外配輔導與關懷

的工作，這九位多元人員的背景十分類似，年紀幾乎都是 50幾歲（只

有一位是 37 歲）的女性；學歷幾乎都在國中（含）以下（只有一位

讀過高職）；她們大多是家庭主婦，過去除了協助農活外，頂多曾短

期受僱於便利商店、加油站或家族企業，除此之外，就少有正式固定

的就業經驗。她們的人生歷程多半不太順遂，口中的「歹命」經驗包

括家暴、離婚、單親扶養多位子女、家貧而被迫輟學等，所以「七老

八老還必須出來拋頭露面，賺那個八百的」（多元人員的日薪為八百

元，因此她們時常戲稱自己是「賺八百的」）。相較之下，Q中心的

三位社工員除了都是女性這個共同點之外，與多元人員的背景差異甚

大。三位社工員的年齡介於 23至 28歲之間，都擁有大學社工相關科

系的學位，其中一位是中心主任兼督導，有五年實務經驗，另外兩位

則是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新鮮人。

多元人員被中心分配到的工作主要是對Q縣各鄉鎮的外配進行初

步的關懷訪視工作，包括提供服務資訊給被訪視的外配（例如考駕照

及語言學習的訓練班開課時間），了解外配生活適應情況並做基本資

24 應受訪者要求，同時考量文中討論到的個案隱私，本文中相關人名、地名及單位名稱
以假名或匿名處理。

25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設置，其中很大一部分有以工代脤的考量。獲得錄取而進入此方
案的對象多是被認定為社會弱勢（如中高齡、婦女、社經地位低）的長期失業人士，
政府部門藉此方案協助他們短期就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201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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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建檔，將「不健康」（意指涉及家暴、婆媳不合、有適應困擾、心

情鬱悶等情況）的外配轉給社工員做個案管理。多元人員也負責中心

的打雜事務（清潔衛生、資料整理、招待賓客茶水等），以及各種外

配服務活動的庶務。就組織的規定而言，這些多元人員的工作受三位

社工員的指導、監督與評比；但在實際的工作上，由於台灣鄉村社會

中普遍存在的「輩份」觀，社工員都將多元人員當成自己的母執輩長

者來對待，也困於自己超量的工作之中，因此不曾見到社工員疾言厲

色、密集督導多元人員的工作，或懲戒她們的工作失誤。多元人員則

將社工員當成缺乏社會經驗的後輩來照顧，認為她們「年輕、未結

婚，人情世故不懂」，因此在互動中常提供人情世故的建議給這些

「涉世未深」的社工員。多元人員雖在聆聽社工員的意見時會點頭尊

重，因為覺得「人家畢竟是大學生」，但私下多會抱怨自己的意見不

受尊重，甚至有「多元就被看沒有」的感受，言談中透露出對社工專

業的不解及不信任。

本研究資料取得的途徑主要有二。26首先我向 Q中心主任表明研

究意願、解釋問題意識，並說明如何在顧及研究對象的個案隱私與安

全的前提下處理資料，最終取得首肯後，便在該中心展開為期三個月

的參與觀察，以志工的身分參與中心大大小小的事務，包括陪同多元

人員及社工員進行約 80 人次的外配關懷訪視工作，有時也參與資源

輸送的任務（如陪伴外配子女閱讀童書、開車接送外配辦理戶政、陪

同外配出席法庭）；參加各種例行及連繫工作會報、外聘社工督導會

議；協助中心舉辦的外配相關活動（如識字班）；參與社工員及外配

私下的社交聚會等。其次，在田野工作進展到第二個月，我與Q中心

人員逐漸熟識後，便著手針對與Q中心工作相關的人員，進行半結構

性的深度訪談，共計訪談了 18 人，進行時間從半個小時到三個半小

26 另外，在中心主任的同意下，我在研究期間也得以檢視中心成立以來包括工作成果報
告或檢討在內的相關檔案，以對整個中心運作及外配服務的社工實務有更具歷史感的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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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等。27受訪者中有九位曾經是或正在從事外配服務的社工專業人

員，包括三位當時任職於Q中心的社工員、二位曾任職於Q中心而後

轉到其他單位的社工員、一位縣府社會局負責連繫Q中心工作的社工

員、兩位長期協助Q中心教育訓練的資深社工督導，以及時常協助並

督導Q中心事務的L母機構主任。另外，接受訪談的還包括九位多元

人員，其中四位是常態性服務於Q中心，另四位常態性任職於L母機

構，但時常被借調到Q中心幫忙外配活動，最後一位曾是多元人員，

如今被L機構聘任為多元人員管理員。針對個別訪談中的重要內容，

我也會有技巧地在訪談其他受訪者或田野閒聊裡確認可靠與否，並透

過這種多聲道(multi-vocal)交錯對照的過程追尋論述背後可能的深層意

義(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同時也藉由參與觀察來印證說詞的意義

及可靠程度，將受訪者說法放置在互動脈絡中去理解，以防止僅仰賴

訪談可能導致的研究偏誤(Lamont 1992: 179)。在訪談後我將錄音打成

逐字稿，配合參與觀察所得的田野筆記，在研究關懷的考量下對資料

進行概念編碼、比較及理論化工作，在田野資料與文獻理論的來回檢

視及辨證中，呈現為以下三節的研究發現。

五、建立關係：形式化與工具化的

文化敏感度

社工員在助人過程的第一步，需要與案主建立真摯的信任關係，

使案主願意分享切身的困難及真實的想法，才能據此訂定吻合案主自

身意願的助人計畫（〈守則〉第一章第 5條第 4款）；因此，社工員

需要進行「同理且真誠的溝通」(Hepworth et al. 1999: 162)，與案主的

互動中慎選語彙及動作，以加深對方被同理的感受程度(Hepworth et al.

1999: 162-240)。然而，當服務對象是在本地社會被污名化的群體時，

27 有幾位比較不善言辭的多元人員，由於面對問題回應簡潔，因此訪談時間較短。而社
工員的訪談平均達一小時左右，至於 Q中心專職的三位社工員，更平均達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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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展現關懷、同情、安慰等正向情緒以建立信任關係，對於一個常民

助人者而言，就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以下是一則有關多元人員與外配

互動的田野筆記。

又是仲夏正午炙熱的一天，豔陽烤得阿香在騎機車的同時，不斷

回頭跟後座的我抱怨「錢難賺」。這位在多元人員裡，以敢言直爽的

個性著稱的大姐頭人物繼續說：「社工們只會坐在辦公室，大熱天探

訪，這種『壞康』的都是我們賺八百的在做」。我們從中心離開後，

兩位多元人員分騎兩台車，跋涉了約三十公里的路，好不容易才抵達

目的地：一個大多數居民以養殖魚類及牡蠣維生的老舊社區。揮汗如

雨的另一位多元人員阿笑拿出了移民署提供的新一波「本縣新移民清

單」，看著門牌號碼找尋應訪視的對象。找到後按了門鈴，出來迎接

我們的是一位身著無袖T恤及短褲、面貌清秀、看來還像個高中生的

女孩，來自北越的她有個在當地還滿常見的名字：小紅，她現在已是

懷中抱著的嬰孩及身後剛學會走路的小男孩的媽。在得知我們是外配

中心的人後，她熱情地邀請我們進去家中坐。兩年前來到台灣的她，

已「盡責」地完成了傳宗接代的任務，白天當先生及岳父母到漁塭工

作的時候，她便在家帶兩個孩子。阿香按照慣例詢問最常被外配抱怨

的夫妻及婆媳關係，與一般刻板印象迥異的是，她的婚姻及家庭生活

十分美滿，阿香開心地轉頭向我一笑，因為這意謂著工作即將結束，

毋需進一步詢問或上報社工員再訪。然而，此時小紅卻以帶著口音卻

十分流利的中文，連珠炮似地開始向我們哭訴心中的不滿，對象是她

的左鄰右舍和一些台灣人：

有些台灣人問我從哪裡來，我說從越南來的。他們就開始

笑，說「你們越南來的女生老是跑到外面跟其他男人喝酒」

……鄰居也莫名其妙，偷偷地警告我先生說：「你要小心太

太，不要讓她把錢寄回越南哦。」我先生告訴我，我的頭就

痛了，他們每次一開始講，我就頭痛了。我們好可憐，我從

來沒有做過她們講的那些事。我哭得很傷心地叫這些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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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亂講別人的事情，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對於小紅情緒激動的陳述，阿香與阿笑的反應異常冷淡及無感。儘管

小紅顯然希望繼續往下說，但她們的肢體動作卻傳達了不想再聽的訊

息：阿笑的眼神開始環視屋內的擺設或看時鐘，而阿香甚至直率地轉

移了小紅的話題，問了一些不相關的問題，如「這孩子還吸奶嘴

哦？」小紅只得在屢被打斷的情況下，拾起前面的話尾。最終，小紅

靜默了下來。阿笑遞上了外配中心的名片，一如所有訪視結束時都會

做的，告訴小紅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打這支電話找人幫忙，便逕自走出

大門。走了幾步路，阿香轉頭說：「你看，北越來的，就是太厲害，

太會想了」。

在台灣社會中，外配仍是一個帶有污名的社會身分，在許多人的

認知中以及透過大眾媒體呈現出來的形象裡，她們往往帶有兩種對立

的形象：首先，被認為是來自「落後地區」、個性柔順而無助的受害

者，因此需要被教導及幫助的弱勢；並由於可能危及台灣人口素質，

因此急需公權力的介入。再者則是認為她們是精於算計的狡詐女性，

來台灣就是要榨乾夫婿辛苦積累的血汗錢以運錢回娘家，不然就是竭

盡所能地鑽營謀利（夏曉鵑 2002: 121-33；邱琡雯 2003: 230）。這些

帶有污名化形象的社會身分，往往會阻礙社會工作服務進行時的第一

步：真摯地關懷案主的需求，進而與案主建立信任關係；這樣的侷限

便在多元人員的工作中被體現出來。雖然，Q中心明確要求多元人員

工作時要有同情心，能以耐心及愛心來傾聽服務對象，同時給予適時

的支持，職前訓練中社工員也常提醒，在訪視外配時，應「避免歧視

她們，要關懷身為弱勢的她們」，然而在實際訪視及接觸的過程中，

多元人員卻經常受到本地社會賦予外配的污名影響，認為外配其實

「精明的很，根本不是弱勢」，進而質疑自己服務工作的正當性。一

位多元人員曾多次在兩個訪視中間的休息時間向我抱怨：「她們哪裡

弱勢，我們台灣的才弱勢」。甚至也會在告知外配相關補助的福利資

訊後，略帶諷刺地直接對外配說：「這個我也好想申請哦，可是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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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外國的才可以，我們本國的都不行呢，要靠自己呢。」多元人員

面對帶污名的外配群體，無法認為對方是值得同情的對象，這也進一

步阻礙了她們按組織規範的情感規則，展現正向感受；她們僅能行禮

如儀地在對方訴苦時，無眼神交會地以「是哦」、「怎麼這樣」等嘟

嚷回應，不時卻低頭檢查訪視紀錄或行程安排，或甚至如前述故事中

的阿香與阿笑那樣，轉移話題或分心注意周遭的景物。行如所感的情

緒勞動不曾在多元人員實作中看到，即使連表面工夫也很少見。

根據研究指出，多元人員就族群背景（閩南）、階級（中下階

層）、性別（女性）、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等社會類別來看，都

是與外配社會距離最遠的一群（伊慶春、章英華 2006: 211）。雖然在

工作上有許多機會直接觀察外配的生活及聽見她們的聲音，但這些接

觸所帶來的結果，往往只是讓多元人員原本帶有偏見的刻板印象變得

更加生動或細緻。例如一位多元人員在被我問到中心工作的經驗是否

改變原先對外配的印象時，她回答：

差不多，不過我現在更知道不同國家的外配是不一樣；印尼

來的最乖最好教，大陸來的好會算，很厲害，什麼福利什麼

資源她都知道，就都要申請，厝裡的錢也都管得死死的。越

南的算是在中間，不過北越的就比較像大陸的，都是共產黨

嘛。

隨後便如數家珍地告訴我哪個村莊的哪位外配就符合她的分類（如北

越的小紅）。在多元人員服務外配的過程中，不時可以看到種族偏見

被複製，同情的可能因而受阻，組織的情感規則進而被規避，故情緒

勞動也未出現。28

相對於被污名產生的偏見所阻、無法同情外配處境的多元人員，

社工員與許多來到中心參加活動的外配，在互動中往往能展現出同理

28 在本文結論一節，我將更仔細地討論這種情緒勞動在多元人員工作中缺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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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真摯的關懷，進而建立持續的信任關係。平日的Q中心常會接到外

配打電話來指名要找某位社工員，然後兩人便像朋友一樣聊聊自己週

末做了什麼，有也打來訴苦或抱怨生活的；而在如外配才藝班、識字

班及機車駕訓班等場合中，也會看到參加的外配在報到時或休息時間

中，主動趨近社工員閒話家常。這樣類似朋友的親密互動，鮮少出現

在多元人員與外配之間。造成這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即社工員在互

動中往往能透過言語及肢體語言，表達真切的關懷及溫暖的問候，讓

外配感覺被接納，使她們願意與社工員建立進一步的關係。同樣面對

組織的情感規則的要求，為何多元人員不能，而社工員卻能行如所感

地實踐情緒勞動呢？究其原因，即社工員在專業體系的協助下，能運

用系統性知識，巧妙消解掉服務對象的污名，使她們變成值得同情的

群體，以下即介紹這段過程。

在〈守則〉第一章第四條第 2款曾提到社工員「應接納案主的個

別差異和多元文化」。為達成此目的，專業藉由許多社工員集體參與

的場合（如在職進修、工作座談及研討會），提供一套由社會科學的

抽象語言形成的知識體系，將原本負面的價值判斷中性化(neutralize)

為「應予以包容、尊重」的文化差異，讓守則或組織情感規則等條文

式的原則，能被活化在社工實務工作裡。如今在台灣，有越來越多社

工專業的專家學者，透過書籍、期刊文章、大學課堂及在職講座，提

醒從事「跨文化社會工作」（其中的大宗即外配服務）的社工員必須

具備文化敏感度或文化能力（如：李瑞金、張美智 2004；葉琬華

2006）。社工員除了被要求在知性層面對各文化的歷史及現今處境有

一定認識，同時在實務上也要積極傾聽，在自我覺知上有學習意願及

尊重開放的態度（孫智辰、郭俊巖 2008: 255）；否則，社工員在服務

過程中將不自覺地依恃自我中心的道德判斷，一方面從心理排斥案

主，另一方面也複製了種族偏見及社會不平等（潘淑滿 2004）。據

此，各地的外配中心為了提升工作人員的文化敏感度，讓他們的工作

更加專業，便時常舉辦了各種職前訓練會、個案研討會、在職訓練、

工作經驗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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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與社工員一同前往鄰近縣市，參與跨地區合辦的「專業人員

在職訓練個案研討會」，出席的近百位社工員來自各地的外配服務單

位。其中一堂課上，講師問大家「對於從越南及大陸來的外配的印象

如何？」有位學員便回答：「中國來的外籍配偶比較有宰制的欲望，

從越南來的比較溫柔有禮貌。這是大家都這麼說。」（引言裡的底

線，是作者為強調所加）這位講師抓緊了這個機會進行「糾正刻版印

象」及「提升文化敏感度」的教育，接著很快帶入諸如「母系社

會」、「鬥爭導致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共產社會鬥爭下的人際

異化」等準學術的概念，但並未仔細解釋其中的定義及適用性，只想

說明這些有點複雜的非日常概念，讓原本外配種種負面印象變成可以

理解的。最後她再次強調「專業最忌諱有偏見」的論點，說：「身為

專業人士，我們必須仔細檢視我們對於這些人的觀感是否反映了我們

自己的偏見……必須增加文化方面的知識，以開放的心胸，打造被尊

重、信任的專業關係。」另一位到高雄參加類似的大型社工專業工作

坊的社工員，回來與我分享心得時，拿出了會議筆記，上頭寫著那一

整天她唯一記下，也是她認為最有收穫的一句話：「差異，無關乎好

與壞、對或錯；只是不一樣而已。」這樣的想法常見於社工員對抱怨

外配的多元人員的回應，例如有一回多元人員向我批評東南亞外配炒

的菜都很鹹、很不健康時，一旁的社工員便過來說了一句：「那就是

文化不同而已啦，人家在自己國家也是很會煮的。」當我在訪談中詢

問社工員，外配服務中的文化差異因素如何影響實作時，得到的也是

十分本質化的回答，似乎與多元人員的前述認知無異：「越南的比較

悍，比較會求自己的權利，印尼的則很乖，知道後我們應對就會不

同」。

這也印證了其他一些文獻所揭示的，即第一線社工員所謂的文化

能力或文化敏感度，不見得真正對異文化有深入認識（孫智辰 2006:

86-97；陳依潔 2008: 74-80）。他們常只是一種運用有限詞彙或簡單知

識，把既定負面印象解釋為中性差異的能力。或許，某位大陸配偶不

見得真因文革創傷的心理陰影而變得精於算計，但重點在於引入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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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抽象且脫離常民脈絡的艱澀學術名詞來中介，能讓行動者在一個非

個人的、結構層次的語境下理解差異，使得差異不至變為一種先入為

主的價值判斷。這個提倡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等價值的專業社工員社

群，在集體學習的儀式過程中，不斷強化「不可歧視」的專業信條。

從劃界的角度分析，這種所謂文化能力的培養，也是一種專業人士與

常民劃界區分的政治過程，運用在專業學習的場合中習得的詞彙或知

識，展現能洞查「大家都這麼說」的刻版印象及偏見，背後的「專業

真相」（不論真相是否就是如此），藉此消解了污名阻礙同情的效

應，使社工員能真摯理解外配的處境，進而開展社會工作的專業助人

過程。

然而，這種形式化及工具化的文化敏感度，卻也隱含著一種再種

族化的過程（藍佩嘉 2005: 6-7）。社工員透過一種貌似進步、受到政

策背書的多元文化概念，將過去外配被歧視或具爭議的行為，化約為

本質化文化的外顯，卻未深究背後更深層的社會經濟脈絡。這不但在

未來可能成為主流社會或國家政策欲排除或歧視移民的藉口（藍佩嘉

2005: 8），同時也容易成為迴避檢視階級垂直結構，而容許政府或基

層官僚遁逃到歌頌水平文化差異的託辭（趙剛 2006）。這反映在以下

這位已離職的前外配社工的言談中，她深覺厭倦那些以認識多元文化

為名舉辦的許多活動，認為它們占去了本應花在真正有需要的人的資

源及精力：

主任很愛辦活動，拍照，弄得漂漂亮亮，請外配來跳她們家

鄉的舞，錢都用去買獎品禮物，找縣長及夫人來致詞，營造

出歡樂的氣氛，有獎徵答、摸彩，讓外配來上課……每天弄

得好累，我不喜歡辦活動，辦太多你影響到個案管理的部分

……辦活動會來的、你接觸得到的，永遠是健康的家庭，都

是歡樂的外配，而那些不來的，才是有家暴、兒保、經濟需

求的個案。你辦活動會忽略這一塊，你福利資源永遠都送到

那一群人身上，那些跟你比較好，會來參加活動的，都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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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來的。

這種形式化及工具化的文化敏感度，掩蓋了更深層的結構問題，也容

易導致社工員因制式同情外配，反過來譴責或污名化中下階層的案家

（如外配丈夫或公婆）。例如有位社工感嘆外配個案中的「案家都是

番仔，不講道理」，另一位則說：「那些公公婆婆，都是老人，改變

不了」，也有一位社工私下透露自己不愛跟外配公婆會談，因為「這

些台灣人總是偏袒自己的兒子」。這種過度形式化地同理外配而忽略

整體考量現象背後之深層結構的傾向，也導致多元人員戲稱「外籍配

偶家庭服務中心」為「只服務外配不服務案家的中心」，在我參訪外

配家庭的過程中，也屢次聽到案家抱怨「你們都關心外國的，本國的

死活都不管」的聲音。

相對於此，多元人員雖然難同理外配，但卻「很能與那些跟自己

有類似背景的人搏感情」，對於同樣出身中低階層，年紀相仿、族群

相同的外配公婆互動融洽，這也讓Q中心主任十分肯定，認為多元人

員彌補了社工員缺乏的效果。例如以下這則田野紀錄呈現的三方互

動：

社工員慧婕與多元人員阿香一起去探訪案公公，案公公覺得

中心有問題，之前承諾他有錢可以領，現在怎麼不行……慧

婕解釋是卡在法令修改的問題，但案公公不能理解怎麼政府

可以說話不算話。慧婕自稱是有理說不清，也很生氣，站在

旁邊發火了。於是換阿香溝通，用自己的例子做比喻，說我

以前幫忙過製圖，現在你要我設計一個東西，我明知過不了

（法令規定），但我仍然設計，跟你拿錢，然後讓你之後蓋

起來有問題，我錢拿了自己跑走。這樣對嗎？最後，案公公

接受了阿香的解釋，覺得了解其中的道理了。日後，案公公

一直打電話找多元人員，而不是社工員。



助人專業與多元情緒勞動 127

由於社工員往往將同情的對象集中在外配身上，有時反而限制了對外

配家人的同理，尤其是對其公公婆婆，畢竟他們在案主的描述中，常

是「刻薄虐待的加害人」或「守舊古板的台灣人」。當社工員與外配

公婆之間的溝通出現隔閡時，反倒是善於將心比心、29背景又類似的

多元人員，能與外配公婆有效溝通。如上例所示，一向善於在工作中

控制情緒的慧婕，卻在和案公公互動中，意外地動怒而放棄溝通，反

倒是阿香運用本身的草根經驗為比喻，取得案公公的諒解。

想要與服務對象建立長期且密切的信任關係，助人者往往必須仰

賴行如所感的情緒勞動，讓對方感覺被尊重、被關懷，同情的展現即

是這個過程中的關鍵。然而，同情並不是一種自發性的感覺，乃涉及

互動脈絡中的社會區辨行為。一個人在展現同情之前，往往會先判斷

這位對象「在道德上是值得被同情的」(moral worth of the potentially

sympathized) (Clark 1987: 297-298)，然後才能感同身受地體會對方受

到的痛苦。因此，互動對象的社會類屬便深刻影響同情行動是否可

能。社會上許多帶污名的對象，就在這種「誰值得被同情」的區辨過

程中，被認定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或逕自帶入偏見作為對

方受苦的理由，解釋掉(explain away)他們被同情的需要。因此，多元

人員在接觸外配時，常因污名的干擾及社會距離，無法同情外配的處

境，工作接觸的經驗反而容易強化或細緻化既有偏見。然而，多元人

員或許未能訴諸多元文化論述以消除外配污名，進而行使行如所感的

情緒勞動，但她們能憑藉著同樣身處資源匱乏的階級處境，以及相同

的族群及世代經驗，與案家進行溝通與協調，間接促進外配服務工作

的實踐。

相對於此，社工員則在集體儀式的學習場合，把文化這個難以定

義且極度抽象的字眼，以及一些學術的詞彙，整合成為去除案主污名

的利器，最終把外配轉化成值得被同情的對象，而在互動裡能行如所

感地進行情緒勞動，取得案主的信任。高夫曼也曾在《污名》(Stigma)

29 關於常民助人者將心比心的應用，請見下一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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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論及人們如何可能同情被污名者。他將那些本身未受污名所苦

卻能同情被污名者，進而與他們發展出正常化關係的人稱為「知情

者」(the wise)，同時指出知情者若不是因為與被污名者有社會連帶，

就是因為工作單位或場所必須服務他們（如異性戀的酒吧調酒師之於

同志，以及協助裝義肢的物理治療師之於殘障人士），才培養出「知

悉內情」的能力(Goffman 1963: 28-30）。我更進一步指出，工作接觸

的經驗往往必須加上其他的機制方能實現互動者成為「知情者」的過

程，僅是工作需求而頻繁接觸被污名者的人，並不一定會成為知情

者。以社工員為例，社工專業提供的特定認知策略，將污名的負面意

涵轉化為中性化的文化差異，方能使外配在互動中成為值得同情的

人，從而使社工員能與她們發展正常化的關係。只是，若社工員僅能

仰賴形式化及工具化的文化敏感度以去除外配污名，在未深究更深層

的結構性問題且無視階級不平等的影響下，在實務工作中也容易陷入

再種族化外配及污名化案家的困境中。

六、評估問題：異化的專業知識

與草根實踐

社工員與案主建立了信任關係後，接下來就必須蒐集相關資訊，

評估案主的處境並提出解決辦法。多元人員一如前述「搏感情」的例

子裡彰顯的那樣，多半採主觀化案主問題的方式：在判斷服務對象情

況時，不試圖把自己與實際具體的環境抽離開來，也不覺得情緒會影

響她們對案主的判斷能力，反倒融入個人的生命經驗，以尋求解決問

題的方法，也就是採取「將心比心」。多元人員阿娟在面對一位有婆

媳問題的外配時，提供了以下的建議，可充分反映出這種素樸的助人

方式：

我都教外配說，「我們還年輕。妳結婚，搬到這裡。其實嫁

到哪裡都一樣。我們女人應該要把先生跟家庭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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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應該要好好對待妳的婆婆，尊敬她。即使她不

好，我們也不要還嘴。我們台灣的媳婦都會這樣做，我年輕

時候也都是這樣。以後，妳的兒子也會娶別的女人，妳現在

怎麼對妳婆婆，以後妳媳婦就怎麼對妳。所以如果妳對婆婆

不好，以後就有報應。妳媳婦會讓你加倍痛苦。

阿娟的這段敘事反映出多元人員切入問題的視角，不同於社工員認為

「外配這特殊的身分，如何使她們在家庭關係中身陷入不平等」的角

度，而是透過巧妙地轉換使用的主詞，弱化「外配」這個身分的特殊

性（「其實嫁到哪裡都一樣」）。這麼一來，多元人員以「同是女

人」的相同性別角色來設想應該怎麼做，以隱藏自己其實是站在「婆

婆要求媳婦總得忍耐」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同時，在過程中也軟性地

進行「同化異族」的動作；敘事中最後一個「我們」中透露出了其實

「我們」指的是台灣媳婦，而外來的「你」應該要接受「我們都會這

麼做」的做法，才能成為「我們」的一員。最後，多元人員也融入了

民間的應報觀念，勸導外配改變目前對待婆婆的行為。相較於上一節

提到社工員推崇的多元文化差異觀，多元人員講求的是入境須隨俗的

同化觀，多元人員也普遍化自己年輕時如何對待婆婆的例子，要求外

配遵循這樣的道德榜樣。這種多元人員巧妙交錯使用「你」、

「我」、「我們」的手法，主觀化了外配的問題，以將心比心的方式

提出解決途徑。

相對於此，社工員在評估問題時被要求秉持「理性、客觀」的態

度（〈守則〉第一章第四條第 5款）。在此階段，情緒被認定為主觀

的，可能危害專業的客觀判斷，因此應被排除或控制在判斷過程以

外。以下的田野故事即顯示這樣的傾向：

金蓮最近被列管為緊急個案，由社工員直接家訪。原因是與

她感情很好的丈夫前幾天出海捕魚，因船隻故障而不幸喪

生，驟逝的惡耗傳來，令金蓮幾近崩潰，打電話找社工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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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不發，只是在電話那頭哭泣。於是，社工員雅芳便帶著

我及一位剛來中心實習的社工系學生，前往金蓮位在海邊漁

村的家中探視。當我們進到屋內時，只見金蓮失神地坐在狹

窄的客廳角落，眼睛呆滯地盯著桌上亡夫的相片，兩個十歲

左右的孩子則在一旁看著電視，卡通人物的笑聲顯得格外不

搭調。雅芳先關心小朋友吃過飯沒有。突然之間，金蓮情緒

變得很強烈，一把抓住雅芳的手叫著說：「他怎麼這麼狠心

放我們母子三人？！我要跟他去！我要跟他去！」然後痛哭

失聲，手握拳頭，猛捶自己的胸口。雅芳一個箭步向前，緊

緊抱住她，在她耳邊小聲地說著安撫的話。逐漸，金蓮止住

了淚，但本來在過程中被雅芳分配去關懷孩子的實習生，眼

見這場景卻開始聲淚俱下，一直到我們離開案家都止不住

淚。回到中心後，雅芳向我道出了她對實習生舉措的不滿：

「那實在太over了……如果你一直帶著情緒，你就沒辦法用

客觀的角度，分析整個情況，因為你被困在自己的主觀裡

頭。帶著情緒，你是無法做出正確判斷的。

雅芳告訴我，多愁善感的她常能很快地進入案主的情緒，但她明白不

能「陷在裡頭太多」。於是她為自己訂出了明確的時間間隔，以遏制

情緒無止境的蔓延。她說：「你可以自我揭露情緒，這麼做是讓案主

感受到你是真誠的，會更信任你。但像我常常掛在嘴邊的，同情只能

維持三分鐘，過後我要告訴自己是個社工員」。在此，可以看出在社

工助人過程中，情緒的揭露不過是專業實踐中策略性應用的工具，不

應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尤其在進行不帶情緒的專業判斷時。相對於

雅芳是運用時間來提醒自己這樣的原則，另一位社工員則運用空間的

分割來幫助「同情的自我」與「專業的自我」分隔開來。她說自己總

是「把所有的情緒，從案主聽說的那些可憐故事的情緒，通通鎖在那

個小房間裡。」小房間指的是在Q中心約三十坪大的辦公室門外，另

有一間專門用來諮商或與案主談心的地方。事實上，在偌大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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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隅，擺有成套座椅、各種點心及茶水飲料，往來官員、老師、賓

客，甚至是平常來串門子的外配，總與社工員們在這個有空調和食物

的開闊空間進行社交。然而，一遇到滿臉愁容走進辦公室的外配，或

本來坐著聊得很開心但無意觸碰傷心事而眼淚直流的外配，社工員便

會帶她們到小房間去陪伴她們，聽她們傾訴。這一方面顧及案主隱

私，另一方面也幫助社工員，藉由空間的區隔遏制情緒的蔓延。當會

談結束，社工員從充滿情緒的小房間回到辦公室自己的座位上，看到

的是桌上擺滿的待核章的個案管理紀錄、督導交代工作的便條，以及

個人小書架上擺放的幾本厚重的社工專業參考書。在這種處處提醒專

業身分的物質環境中，社工員很容易喚回她們專業的自我來，以理

性、客觀的方式評估案主的處境。

除了時、空向度的區隔外，社工員在扮演專業自我時，仍需要一

些概念性的輔助工具，協助他們從充滿情緒的互動情境中抽離出來，

從而做出有專業知識依據的評估。雖然不像某些專業人員操作著精密

複雜的測量儀器，社工員們運用了一些無形(intangible)的術語及思考

工具，協助篩除掉情緒及瑣碎資訊，僅留下有助專業決斷的抽象性事

實。首先，社工員在離開了有案主在場的時空環境後，會轉換指稱案

主及案家的語彙，不再以實際的名字，而改以專業行話稱呼，例如慧

婕在回到中心後，就在與我或與督導的討論裡，改稱金蓮為「案

主」，她的丈夫為 CH、大兒子為 CC1、二女兒為 CC2；在撰寫個案

訪視報告時，也以這樣的術語代入，同時加上性別符號以標示男女。

但一旦場景轉到諮商或訪視時，社工員就會親切地用小名或「先

生」、「小朋友」等有助拉近距離的常民語彙稱呼。此外，社工員在

評估問題或撰寫報告時，也會運用各種抽象繪圖來協助自己分析案主

情況。例如在訪視結束後回到辦公室時，社工員便會將案主講述的血

淚敘事轉譯為「家系圖」（請見下圖一）（有位自稱記憶力不好的社

工員會在離開案主視線後，馬上在車上或附近進行）；這種用抽象符

號結合專業邏輯的繪圖，讓他們可以迅速地轉換為社工理論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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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觀點」。30在我旁聽的一場社工員研習會中，講師也要求與會者到

台前的黑板畫出所謂的生態圖（請見下圖二），然後說「看，你就知

道這個案主的生態系統裡哪一塊失去功能，也知道要往哪一塊下手處

理，整個動力才會平衡過來」。

圖一 家系圖示意

註：○表女性，□表男性，線條代表關係，三條線代表過度親密，彎曲的長線代表關係有

衝突，╳表示過世了，而■表示案主。

資料來源：取自美國密蘇里州社會工作局線上提供的兒童福利手冊，請參見http://www.dss.
mo.gov/cd/info/cwmanual/section7/ch1_33/sec7ch25.htm. 2009年 2月 19日。

圖二 生態圖示意

資料來源：取自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網頁說明，http://gene.bhp.doh.gov.tw/index.php?
mo=CaseaPaper&action=paper1_show&cate=Set1&csn=42&sn=69&print=true

30 社會工作實務上，常採用生態系統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來診斷問題並提出解決方
式。該理論強調案主與生活環境之間的調和程度，決定了其生活幸福程度。社工實務
的干預即在協助案主與環境間的溝通，同時利用環境中的支持系統，詳情請見鄭麗珍
(2002)。



助人專業與多元情緒勞動 133

繪圖不但幫助社工員「馬上看得出案主的問題出在哪一塊」，同

時也在抽象化的過程中，刪除了各種可能引發情緒、阻礙客觀判斷的

細節，幫助他們進行去除個人情感的情緒勞動，以維持客觀、理性的

自我，對案主作出專業的診斷。一位被Q中心聘為專業督導的社工教

授在會議中下的一個結論，頗能總結本節提到的過程。她說：「我總

告訴我的學生，專業的養成就是一種語言，一種思考，一種洗腦。」

透過時空的區隔、語言的轉換、圖像化的過程，社工專業得以形塑出

一個專業空間，在其中能連結理論、擺脫情緒，進而做出理性、客觀

的判斷。

雖然，社工員在實務上被要求能展露特定情感，但同時也高度警

覺情緒對專業的危害，因此努力將情緒控制在一定區域之內

(compartmentalization)。藉此，社工員得以進行定義專業工作的三大核

心行動：診斷(diagnosis)問題所在、推演(inference)以掌握現象背後深

層的邏輯，最後提出處理(treatment)的手段(Abbot 1988: 42-52)。其中

每一項都仰賴專業知識為根本，並視客觀、理性為指導原則。過去專

業的社會學研究也顯示，從業人員必須透過執業環境中的各種設計及

努力，實現以上這種理想的專業實踐，這其中就包括了區隔化的時間

安排、空間設計，或是特殊工具的使用（吳嘉苓 2001, 2008: 52-53；

張苙雲 2003: 250-255；李佩穎、傅大為 2008）。然而以上文獻多半聚

焦在專業安排如何正當化其權威的政治考量。我則採取另一個角度，

討論這些設計隱含的去情緒效果，以及如此一來促成的情緒勞動，如

何回過頭鞏固專業實作(Smith III and Kleinman 1989)。另一位社工系的

教授在督導Q中心社工員時，曾如此評論這個評估案主情況的實作：

「專業工作就是距離」。確實，社工員們努力與可能觸發情緒的現實

情境拉出距離，不論藉由時、空間的設計，或是利用專業知識提供的

理論框架(frame)，重新理解表面現實背後的專業真相(Goffman 1974:

43-45)。

然而，任何知識的建立都是在一定的權力關係脈絡下，而知識的

產生同時也預設並建構了新的權力關係(Foucault 1977: 27)，社工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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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產生也必須放在特定的權力結構及社會關係下檢視。回顧台灣

社工專業發展歷程，最重要的指標性事件之一就是 1997 年〈社會工

作師法〉立法通過之後，「有無社工師證照」便成為專業內部區隔，

以及社工與其他專業、政府銜接時分配資源及權力的重要參考資格；

鮮少參與社工實務的學院教授因掌握社工師國家考試的命題權，成為

專業知識的權威。基層社工員在準備證照考試過程中，必須努力背誦

教授們在學術論文或參考書裡劃定的標準化答案。原本基層藉實務經

驗交流並自我嘗試下的草根實踐，也在這個過程中被貶抑或抹煞，產

生了王增勇、陶蕃瀛(2006: 208-213)所謂「集體弱智化」及專業知識

的異化現象。藉由擔任政府委派的社福單位評鑑委員或外聘督導的機

會，這些學院教授們也可藉由本節及下一節討論的個案研討會及督導

會議的機會，要求基層社工員肯定標準化的專業知識的適用性及優越

性（亦見於王增勇 2003: 172-176, 2004: 62-63）。

但是，當這種學院教授權威背書的標準化知識，無法說服基層社

工員或無力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時，基層社工員即會在權威不在場的

實作場景下，融合他們擁有的草根知識、協商專業訂立的情感規則，

重新界定專業與非專業的界線，即興(improvise)展現另類情緒勞動。

一位在同僚中被當成心靈導師的資深社工員就自述，剛進入這一行時

「很愛盯著家系圖跟生態圖看……總覺得能找出解決案家的正確方

法」，然而處遇過程各種突發狀況總會破壞了她設想的完美助人方

案，到最後才發現必須要學會「跟無常相處」。這種混入類宗教觀念

於助人實踐的做法，在本節的多元人員實踐中曾出現過，同樣也出現

在一些社工員的實作上，以下的家暴案例則更鮮活指出這種另類情緒

勞動的可能。

社工員菁菁曾向我說，她對家暴案件處理很無助，因為自己沒有

婚姻經驗，而要與兩個相互仇視、情緒激動的對象一同會談，這種充

滿情緒張力的場合，更令她害怕。幾天後，菁菁在家訪途中很興奮地

和我分享「很神奇的一件事」。她說縣府社會局總是散發一股「菩薩

氣質」的督導林姐，前兩天將原本吵得不可開交的一對夫妻叫到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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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在這件家暴案件的協談上融入佛法，為兩人「開釋夫妻相處之

道」，一直在過程中保持溫暖微笑的林姐，最後甚至讓原本兇神惡煞

的先生下跪認錯。菁菁驚呼著「哇塞，這麼強」。

另外，社工員在與人生閱歷豐富的許多多元人員共事過程中，有

時也會感受到專業知識不如草根判斷實用，因而鬆動了原本專業與非

專業助人者之間的清楚界線，雅芳在一次訪談中提到：

因為我年紀輕……涉世未深，不知社會上人的心態，她們

（多元人員）看出來了剛才那個是裝可憐的，我覺得很可

憐，可是多元一看就知道……看到他們染髮，這麼沒錢怎麼

去染髮，又吃得這麼胖。阿香看出來的，她一直叫我結案，

我不結，我覺得可能是飯吃多，沒有菜可以配才變胖……後

來就是問了（案主兒女的）老師才知道阿香判斷的沒錯。

因此，在第一線社工員實作的現場裡，「何謂專業」從來不像各種學

院中的專業權威在場時的場合裡那樣清楚。L機構主任就這麼說：「其

實我們督導時會根據社工員的特質，只要不違反最基本的社工倫理裡

的那幾個就好了，或許A個案管理的方式自己 run得很漂亮，其他人

套用起來就不行，但A就需要這樣。」Q中心的督導也認為在某些中

心不可或缺的工作執行上，多元人員反倒比社工員「表現得更專

業」，極力想說服 L機構在來年向勞委會繼續申請多元人員協助。

專業體制縱使有著各種規範及制度設計，確保從業人員在實作上

遵行它訂定的情感規則，但實際生活世界中的人絕非只依循由上而下

的模式、不斷再製規則的文化傀儡(cultural dope)(Garfinkel 1967: 68)，

而是在互動情境中依據實際考量，運用他們文化工具箱(tool kit)中的

腳本(Swidler 1986)，協商既存界線及角色，策略性規避或利用結構性

限制。據此，專業身處具體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原本白紙黑字劃出的

界線及標準化的知識必定有所鬆動，有時會融合被權威排除在外的非

專業元素，或仰賴非專業人士的協作。這一方面雖然反映出基層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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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實務工作上有一定的能動性，能將自己或底層人們的生命經驗，

融入到即興的實作中，但也顯示了台灣社會工作逐步走向建制化的過

程中，專業知識異化並遠離基層實作的現象。

七、培力弱勢：福利公辦民營下

的成本控制

Q中心服務的外配家庭中有一戶讓我留下深刻印象：這個家庭不

只貧困，雪上加霜的是外配的孩子小宇，生來即患有嚴重的小兒麻

痺，至今 12 年的人生歲月大都癱瘓在三合院住家角落的那張床上。

負責這家人的美雪看到飽受苦難的小宇非常不忍心，每次訪視後總是

眼淚直流；她更不能忍受的是探訪這家人後的無力感。小宇奶奶在一

次訪視過程中，用力拉著美雪的衣袖，哭訴著沒錢買生活用品，而這

一陣子缺的是尿布。美雪回去後，立刻向社工員反映了這需求，得到

的回應是「目前沒有法源依據，無法申請這項目的補助」。美雪覺得

不能接受這樣的理由，更無法將這訊息當面告訴小宇家人，於是她在

下一次訪視前便自掏腰包，買了兩袋的尿布送給他們。社工員在輾轉

得知後，糾正了她的做法。美雪是這樣向我轉述的：

社工告訴我，他們已獲得許多單位提供各種資源，他們有足

夠的錢，必須學著如何使用這些錢……社工要我遵守中心規

則，而且說我也違反了社工倫理。我也不懂她講的什麼倫

理，我只覺得新台幣幾百塊，我出得起，我如果不這麼做，

整個晚上都會想著這一家人，喔，那種感覺很折磨人。

雖然美雪未遵守中心「不得私自贈與案主金錢或物品」的倫理規定，

但她發揮的是一般民間社會「聞聲救苦」的文化邏輯。面對著小宇一

家令人鼻酸的情景，她無法只是雙手空空地說：「要學會如何善用金

錢」，若任由「出得起」一點錢的自己什麼都不做，這種違反傳統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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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邏輯的行為，比起違反中心的規定更讓她難受。另一位多元人員婉

琪，同樣特別關注某個家中也有重病小孩的案家，總是催促著社工員

多找些補助及資源給他們，但社工員私下對我說：「告訴多元了，那

一戶人家已有三個單位在幫助了，其實太多的資源投入同一案家，反

倒不是好事，可能會有福利依賴的問題，另外也造成福利排擠。但多

元就覺得反正多多益善，因為她們看到的就是案家生活還是不好

過。」婉琪仍時常在經過案家時，私下帶些水果或小吃去探望。

面對以上這種引發悲憫之心的苦難情境，多元人員常不遵循〈守

則〉或組織明訂的「不得私自贈與案主金錢或物品」的規定，仍順著

傳統社會的慈善助人邏輯，在惻隱之心的驅動下，私下贈與金錢或物

質。社工專業之所以禁止這樣的作為，除了倫理考量外，另一個原因

就是希望在協助案主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要「任意、主觀」地提供

案主資源，而是根據「客觀」專業評估；同時更不能永無止境提供資

源，必須「培養案主能力」（〈守則〉第一章第四條第 3款）並「促

進案主的自我決定權」（〈守則〉第二章第一條第 1.2款）。當案主

立即性的問題已被解決，或對其生命財產的威脅被排除後，社工員被

期待把處遇的焦點轉為培養對方自立，以減低案主對社工員及福利體

制的依賴。為此，社工員會利用臉部、聲音或肢體動作，呈現負面感

覺的展演，刺激案主意識到不可能一輩子靠別人活下去，而必須獨立

生活。我曾見過幾次社工員刻意冷淡地講話、擺副撲克臉，或是用具

權威或命令式的口氣，要求案主自行處理日常生活瑣事，甚至以終止

關係（「我以後就不來看你囉」）的半威脅手法，刺激案主的自覺，

以讓其逐漸能獨立過著「健康」的生活。

多元人員與社工員兩者對於負向情緒勞動之使用的差別，展現在

以下這個案例裡。在某次訪視過程中，多元人員遇上一位外配突如其

來、不顧後果地想以離婚的方式解決眼下的家庭問題，多元人員不能

認同這樣的想法，試圖用將心比心的方式規勸但不管用，最終，她們

便微笑道別，事後面對我詢問時說：「那是別人家的事，還是不要管

閒事的好。」但在多元人員回到中心上報情況後，社工員認為這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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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面臨破碎的危機，需要立即處理，於是立刻驅車前往，向外配分析

利害及相關法律問題之餘，也疾言厲色地告訴案主：「任性的後果，

妳自己要承擔，妳得考慮清楚。」對多元人員而言，當面指出對方的

問題，要求對方改變既定的行為模式，往往只發生在關係很好的朋友

或家人之間；至於面對非親非故的「外人」，往往為了顧及互動場面

下的「面子」而寧可虛應帶過，維持表面和諧，不願當面有言辭的交

鋒(Hwang 1987)。然而，面對上述這種情況，社工員通常被要求運用

負向的情緒勞動，迫使案主認清現況、擺脫一時的情緒，做出負責任

的理性自決判斷。

無法或窘於展現負向情緒以促案主自立的社工員，則被認為是

「不專業的」，如下例中的菁菁。外配阿雅與她的婆婆處得不太好，

一年前她的先生因癌症過世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嚴重，因為婆婆認為

是她把厄運帶入這個家庭，為此婆婆曾多次對她口出惡言，最後演變

為肢體暴力。阿雅馬上被緊急安置到臨時庇護中心，但她仍一直打電

話給人在辦公室的社工員菁菁，以下是她與菁菁的電話對談：

菁菁：嗯……我懂……我知道你很痛苦……真的哦（音量提

高），那真是不好。她怎麼可以這樣？……不對，太壞了！

天呀（拉長音，音量及音頻提高），不可能。你一定嚇壞了

吧。

當天晚上，當時在一旁聽見菁菁應對的督導這樣向我評論：

菁菁的回應過於戲劇化。她喜歡說：「你～好～嗎？」（模

仿菁菁以驚喜又高亢的語氣），她的音調照理說應該要比案

主的平淡些，聽起來要是無情的。這樣，案主才會被刺激，

然後面對現實。阿雅的情況對生命並沒有威脅，她應該讓案

主試著自己處理事情……像菁菁處理過的幾個案主，最後都

變依賴型的。菁菁很能同理案主，這點她做得很好，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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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她無法培力案主，無法刺激案主改變。我們社工專業的

處遇應該要更無情一點。

中心督導後來也直接勸告菁菁說：「你跟案主太接近，她就不會認真

看待你的建議……你太溫柔了，案主會搞混的，你是朋友，還是社工

……等於你失去了（專業的）自我」。

但這種基於培力的考量而做出的情緒勞動，一般常民不見得理

解，尤其當社工員「惡待」或「冷待」的對象是已被界定為「弱勢」

的對象。因此，社工員有時會面臨周遭的非專業人士指指點點，認為

他們的作為有違道德，或「不夠厚道」，這會令社工員對自己的助人

角色產生懷疑，擔心自己是否不該這麼做，此時就有賴專業制度的介

入。例如底下這則社工員與社工教授的對話：

社工員：我很冷酷，可能是吧……我很嚴厲，要求案主必須

離開她丈夫的身邊，我警告她：「不然，你老公可能會再揍

妳哦。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妳的事，不關我的事！」那通

電話結束後，在旁邊聽見的志工就罵我，說我怎麼可以這樣

對她，她已經那麼可憐了……我感覺很迷惘，我好幾次一直

問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P 教授：你必須對自己的判斷有自信，只要你的判斷是基於

你的專業訓練。你所做的一切是為了案主長期的利益考量。

你不用擔心東擔心西，還是那個志工講什麼。她只是老百

姓，但你要記得，你是專業人士。

這段對話出現的場合是Q中心每個月舉行一次的社工專業督導會議。

這類會議在一般組織中是很少看到的，因為它邀請來監督、指導、提

醒、激勵從業人員的對象，並不是在乎工作績效的組織管理階層或上

級，而是邀請任教於遠在數百公里外的學院教授。這些外聘督導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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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解 L機構、Q中心、某社工員，以及特定個案的背景及細節情況

（例如這位 P教授是每兩個月，遠從台灣的另一端搭高鐵到Q中心督

導一次），但教授在會議中便擔任起社工專業的發言人，提醒第一線

的社工員堅持專業倫理，評價他們面對案主處遇時的決斷是否專業，

並處理社工員因堅持專業所引發的認同危機及道德責難。象徵專業的

教授透過這樣的場合給予肯定，社工員強化了專業認同，其產生的保

護效果也使他們即使遭受「老百姓」的不理解，仍能堅持實踐符合專

業考量的情緒勞動。

然而，這種利用督促及激勵案主自立的培力式實踐，雖在專業語

言中是為了案主長遠利益考量，但也是機構控制成本及國家減少福利

支出的工具。王增勇(2003: 167-172, 2009)曾在研究中指出，台灣社福

機構的社工員在「個案管理」過程，為節省資源，幫助機構控制成

本、增加其責信能力(accountability)，以讓機構能在如今台灣福利公辦

民營化的環境中，更容易爭取到政府委託的方案契約，或在年度評鑑

中得到專家及官員的認可，因此被迫在「培力」美名下以節省公部門

資源的方式處理個案。在Q中心，我看到了這種激勵案主自立的培力

式實踐，有時淪為遮蔽社工員勞動條件不佳的修辭。Q中心的三個專

職社工員，一共要分擔近兩百個個案，還得負責中心舉辦的多元文化

宣導活動及外配生活適應班，其中一位社工員雅芳就說：

我只能說，真的沒辦法深入處理……做個案，感覺非常不踏

實……有一種想哭的感覺，一遇到個案有問題時，沒法深入

陪伴，聽一聽，跟她講哪有資源，有時甚至連轉介都沒轉

介，因為社工員，沒有時間去處理，都卡了很多東西，我還

卡一個（每週）電台邀約，還要辦活動……我加班都加到一

百九十幾個小時。

另一位社工員菁菁，則提到了雖任職於公辦民營的外配中心，也必須

經常協助 L母機構舉辦各種非外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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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末時寫了七本成果，用藥安全、獨居老人、太極拳，外

配是一個、小朋友一個……白天拜訪個案、晚上辦活動，到

處演戲宣導（多元文化教育），常常都是弄到半夜直接睡在

中心。隔天多元（人員）來，還嚇一跳，怎麼裡頭有人。

之所以這麼努力同時兼顧這麼多的工作，除了因公辦民營化後導

致有「兩個老闆」（政府及母機構）使然，更重要的是社工員被迫必

須在有限公部門資源的供給下，達到與政府簽訂合約上提出要辦理的

服務項目數量、種類。能否達成不但影響來年獲得的補助金額，也會

左右未來母機構取得政府委託案的機率。在被問道如何評鑑Q中心服

務的成效時，縣府社會局負責連繫Q中心的社工怡倫就說：「最主要

看它每年結案人數多少，之前提的預期開案數有多少，關懷訪視的量

有多少，有沒有達到。」因此，有時社工員必須盡快及盡力培力案

主，以增加案量、快速結案；然而，這反倒使社會工作淪為「腳痛醫

腳、草草結案」的危機處理式服務，未從更深層的結構層面解決案主

面臨的問題。同時，在此也可看到，雖然社工員在專業上自我許諾能

實踐帶解放意涵的情緒勞動，以培力弱勢，然而他們本身作為勞動

者，卻也在勞動過程中成為組織營運考量下被剝削的對象，這也說明

了情緒勞動的解放性與剝削性在分析上雖可區分，但在現實場景中往

往是並存的事實。

當我進一步詢問怡倫「只看數字而已嗎？」她說：「至於比較偏

質化的部分，我們政府這邊沒有人實際去看，就交給外聘督導（學院

裡的社工系教授）去開個案研討會或督導會議來評估。」在此，再次

見到這些學院教授們的身影。他們不但身兼專業知識權威，掌握了何

謂專業的詮釋權，同時也因擔任政府公辦民營方案的評鑑委員，因此

手握民間社福機構補助的生殺大權。因此，基層社工員們不得不在他

們權力的凝視(gaze of power)下表現順從。這些外聘督導在個案研討會

中會要求社工員展現、應用上一節所說的生態圖觀點「看見」案主的

潛能及公領域福利以外的非正式資源（如鄰居、朋友、家人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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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勇 2003: 161-167），督促Q中心不要把「個案累積成堆，你們（指

外配中心及社工員）會負荷不了」。在這樣的過程中，社工員被要求

緊縮福利支出，以此為展現社工專業性的方法。代表政府來評鑑、督

導基層社工員的這些專家們，以專業之名細緻地規訓著社工員們，一

方面使社工員成為積極為政府資源把關的守門人，另一方面也把案主

塑造為能自立更生、負責任、免於仰賴福利的新自由主義理想主體

(Ong 2003: 122-141; Reich and Girdwood 2012)。

Q中心幾位基層社工員在專家、政府及機構各方的壓力下，只能

在「培力」的美名之下，以求量不求質的方式進行個案管理，而談到

要求「做得深入」，反倒只能仰賴非專業的人力，例如志工或本研究

中的多元人員。Q中心主任如此對我說：

多元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協助……她們做的東西，說實在

的，比社工深入，這是實話……社工員要做的工作是資源整

合與資源管理，我們現在做的是幫案主連結每一個資源，但

我們的深入度不比多元深，她們可以陪一個個案，從頭到

尾，陪很久，我們沒辦法。

另外，社工員對待案主的「培力」舉措，有時也被案家認為是代表政

府把關資源，讓人有「不夠朋友」的感覺，因此造成了個案與社工員

之間的磨擦。相對於此，多元人員有時因為同是「艱苦人」，能與案

家共享的底層經驗，反倒讓她們更容易培養堅實的助人關係。雅芳在

訪談中便提到這種情況：

她們（多元人員）在處理個案時比較像朋友，我挺你，我幫

你，結果她們介入得比我們快。跟案主解釋，他們願意接

受，因為有共同背景，都有小朋友，而且彼此都是資源共享

者，都有向政府申請補助的經驗。不像我們社工是資源掌握

者，案主會覺得有隔閡，好像個案聽……不聽我們就不給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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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那種感覺。

社工員的情緒勞動，還包括在培力案主自立的目標下，對其展示

負向情緒。只是，置於福利公辦民營的場景，外配服務機構為了得到

政府的方案補助及合作機會的情況下，這種培力有時易淪為無力的社

工員為減少工作負擔、降低機構成本及符合政府或專家期待的手段。

相較之下，多元人員傾向聞聲救苦，不願刻意展現負向情緒以培力案

主，但這群在社工專業權威口中的「老百姓」、屢次觸犯組織的情感

規則及專業倫理的非專業人力，卻因為遊走在體制邊緣、沒有「業績

壓力」，共享身處底層的草根經驗，有時反倒弔詭地成為專業寄託助

人願景的對象。

八、小結：台灣社工專業

與另類情緒勞動

在台灣，「外籍配偶」從最早被建構為社會問題及人口素質下降

的源頭，繼而又被塑造成等待救援的邊緣弱勢，到如今成為邁向「多

元、包容、進步」之新社會的政策試金石；被動回應社會呼聲的政

府，協同各類專家學者研擬了各式介入方案，投入大量資源及專業人

力，社工員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外配社工依循著助人計畫的推展，

藉由文化敏感度的培養，運用行如所感的情緒勞動，與被污名者建立

了信任關係，同時不受主觀影響下客觀評估案主情況，最終督促案主

自立發展。這種助人專業中的多元情緒勞動的複雜性，使得專業助人

者無法單單仰賴組織規範或個人自主執行，而必須運用專業知識，動

員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在職訓練的集體學習場合、時空區隔的

安排及督導制度等。

然而我立基在實地的田野調查下指出，這種協助解放意涵實現的

情緒勞動之應用，當落實到台灣具體的政治社會脈絡下，往往受限於

國家與專業組織的關係以及專業內部的發展限制，導致了服務外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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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可能產生種種非預期性的效果，例如再種族化外配、服務發

放有階級盲點、異化的專業語言在實務運用上有窒礙之處，而培力在

福利公辦民營化的背景下也可能淪為控制成本的工具。這也反映出台

灣社工專業走向專業化及建制化過程中，可能淪為國家遂行社會控制

之工具的危險。相對而言，多元人員展現的草根知識、同為中低階層

而資源共享的「搏感情」，以及免受專業權力規訓及限制的身分，反

倒使她們成為社工專業許諾失落後的彌補力量。這樣的現象值得相關

人士反思，究竟這意味著現存的台灣社工專業體制，經過二十餘年的

發展後，衍生了什麼樣等待改革的弊病。

經過長期的努力，台灣社工專業已逐步達成當初設定的階段性目

標，包括社工納入公務體系、通過〈社會工作師法〉、成立專業協會

等；然在專業條件獲得明顯改善的今日，卻屢屢聽到基層社工員—

包括 Q 中心的外配社工—以「無力」來稱呼自己的工作（王惠宜

2004: 5；王增勇 2003: 172-3；梁玉芳 2007）。在此我認為這種無力，

不只因為社工人力短缺、勞動條件不佳而展現在身體的意義上，31更

包括了社會工作走向公辦民營化及證照化後，基層社工員面對政府及

專業權威時的精神無力。在這樣的情勢下，社工專業勢必得重新思考

如何在草根實踐與學院知識之間，與國家的結盟及與在地網絡的連結

之間，培養新自由主義主體與倡議結構性改造之間，尋求更能實現其

助人專業之解放許諾的平衡點。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無意抹煞過往

追求專業化、建制化的努力，以及服務外配的基層社工員的專業貢

獻，只是要指出許多基層社工員的聲音及實務現場可見的現象，在在

暗示不少表面光鮮的「績效」及「成果」背後值得反思之處。32在這

個意義上，本研究亦可視為藉由批判以工具性為尚的政策社會學，以

31 這種反映「血汗社工」的報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例如台灣醒報(2012)，亦可參
考林采蓉(2007)。

32 這種反思也是種揭發社會自我欺騙或合理化現況的機制之必需。如 Bourdieu在他法蘭
西院士的就職演說曾說：「在每個社會中，集體性的自我陶醉與自我欺騙，是其最神
聖的價值及其存在的基礎」，而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去「揭露社會的這種自我欺騙」，
告訴人們「社會總是拿著空想的偽鈔來償還自己欠下的債」(Bourdieu 1990: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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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並認識阻礙「解放意涵」實現的因素，據此謀求下一步實踐方向

的努力(Burawoy 2005)。

至於多元人員，在研究中顯示除了偶爾表現出表面工夫的情緒勞

動外，她們的助人工作並不像社工員那樣涉及密集又多種的情緒勞

動。我認為究其原因有：第一，多元人員並不像社工員面臨機構及專

業權威的監控及規訓，如個案研討會、督導制度，以及持續的在職進

修；社工員雖為多元人員名義上的督導，但因為受限於工作繁忙或欣

賞多元人員結合草根實踐的自主情緒管理，而鮮少執行督導或懲誡的

功能。第二，多元人員並未接受長期的專業社工職能訓練，而僅在幾

小時的職前訓練中被提醒相關的情感規則，再加上第一點提到的情

況，自然發揮不了作用。第三，多元人員因為大多出身勞工或中下階

級，因此如Hochschild的觀察，在生活或工作上或許因較常與物品處

理有關，而不像出身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士那麼常處理人際相關事務

(Hochschild 2003[1983]: 20-21)，故較無法實踐細緻的情緒勞動。第

四，也是我認為最值得思索的一點，即多元人員即便可以，也無意實

踐社工專業提倡的特定情緒勞動，只因她們如文中所述，認為那種情

緒勞動放在台灣社會脈絡下是道德可疑的(morally questionable)；因

此，她們寧可在工作上運用或融合地方知識驅動的情緒管理，這種傾

向也見於某些社工員身上。倘若有更多的經驗資料佐證且再經理論概

念的爬梳，應可據此探索地方化的另類情緒勞動之可能。沿著這樣的

觀點，我認為極有潛力挑戰大多仰賴西方已開發國家案例鑄成的情緒

勞動概念，進而發展出情緒勞動研究的跨文化觀點。受限於蒐集到的

資料及篇幅，我無法在本研究中處理，只能期待來者繼之。33

33 請參考 Turner與 Stets (2006: 48)、Kemper (1981: 355-8)的批評。研究者未來或可仿效
Raz (2002)跨文化的組織研究設計，以補足一般的情緒勞動研究多在單一文化環境（尤
其是美國）進行的盲點；也可以在田野中更深入地觀察及訪問社工專業本土化的相關
問題，進而與國外的社工實務研究做比較。倘若這一步「跨文化視角下的情緒勞動」
分析能完成，或許社會學者可以再進一步描繪台灣在地的情緒文化(emotional culture)，
以及它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各種社會行為。這也是在 Hochschild 將情感的議題帶入社
會學的視野後，逐漸茁壯的情感社會學一直關注的議題之一(Gordon 1989; Lois 2001;
Kemp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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